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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依據Agnew（2014）的論點，探究社會關懷對於偏差行為的影
響。研究結果發現，社會關懷與同理心、社會支持和利社會行為都
呈現正向關係。其次，在整體模型方面，高中生學校生活壓迫愈嚴
重，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而且高中生接觸偏差同儕愈多
，也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再者，高中生同儕負面關係愈嚴
重，會削弱他們的社會關懷，進而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研究結果
符應Agnew（2014）的論述，社會關懷是同儕負面關係對於偏差行為
的完全中介。

中文關鍵詞： 同理心、利社會行為、社會支持、社會關懷、偏差行為

英 文 摘 要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oncern on delinquency based on Agnew’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social concer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empathy, social support,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erms of the model,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ceived more serious campus coercion, and then
they were likely to have more delinquencies. Moreover, more
deviant peers the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robability of
delinquency they had. In addition, if they had more serious
negative friendship with peers, it would reduce their
social concern and increase their delinquency. This study
corresponded with Agnew’s perspective that social concern
is the mediator between peer negative relationship and
delinquency.

英文關鍵詞： empathy, prosocial behavior, social support, social
concern, delin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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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灣學生社會關懷行為對偏差行為影響之整合性解釋模型 

 

壹、 緒論 

社會關懷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發展的影響，是近年來受到教育學領域和犯罪

學領域所重視的議題，過去幾年來不但受到實務工作者的討論，同時也引發學術

界的研究興趣，而成為重要研究課題之一，例如 Agnew 在 2013 年在美國犯罪學

會主席專題報告中，開宗明義就論述社會關懷對於犯罪與偏差行為的發展新趨勢，

文中不僅大篇幅論述社會關懷的本質與構成要素，也提及社會關懷與犯罪學理論

的關係。其中包括討論社會關懷與自我控制之間的關係，個人背景特質對於社會

關懷的關係，以及社會學習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控制理論、社會支持，和批

判理論與社會關懷的連結性（Agnew, 2014）。近幾年來，社會關懷在西方國家的

研究中逐漸受到關注，文獻累積豐碩，反觀國內的研究較少著墨社會關懷與青少

年偏差行為的關係，故本研究目的是整合相關犯罪學理論，檢測社會關懷與青少

年偏差行為之關係。 

McInerney與Ali（2006）依據Urdan與Maehr（1995）的個人投入理論（personal 

investment theory）所發展出的社會目標結構之社會關懷分量表屬於自陳式測驗

（self-report testing），透過個體狀況的自我體察與表述來反映特質的強弱，題目

本身缺乏情境線索，所得到的測驗結果也有去脈絡化的現象。此外，作答內容也

經常會受到個體的特殊作答風格與反應心向或是社會期許（social desirability）

（Damarin & Messick, 1965; Paulhus, 1984, 1991）而影響其得分，而無法反映個

體真實的狀態。相較之下，情境判斷測驗的優勢是要求受測者對於模擬情境而非

個人自我狀態進行判斷，題目帶有情境線索不易受到反應心向和作答風格的影響。

因為個體在情境下的判斷牽涉到認知與決策歷程（Brooks & Highhouse, 2006），

個體的判斷除了會受到認知能力的影響之外，更可能是一種類理性

（quasi-rationality）的直覺與分析的混合反應（Hammond, 1955）。歐宗霖、邱皓

政、孫國勛（2013）認為，情境判斷測驗（situational judgment tests, SJT）是模

擬真實工作場域的各種問題情境，要求受測者從不同的選項或策略中進行作答，

從而反映出受測者所具備的知識或能力，也可以是人格特質或態度傾向的一種測

驗形式，主要特色在於擬真情境的試題設計與生態效度，顯示出優於其他測驗的

績效預測力（Whetzel & McDaniel, 2009）。 

由於社會關懷量表仍存在一些理論與技術上的盲點與爭議，需要一個更強而

有力的理論架構來整合評量體系，採用簡單有效的計分方式，需要更多研究的投

入來補足缺口（Weekley & Ployhart, 2006: 7）。本研究之目的即為，發展適合評

量青少年認知覺察社會關懷量表，並以青少年國中階段學校為探討的情境脈絡，

進而檢驗本量表之信度與效度。所以本研究希望依據情境判斷的觀點，發展更具

效度性的社會關懷量表，再結合相關犯罪學理論，建構青少年社會關懷行為對偏

差行為影響之整合性解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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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社會關懷本質和決定因素 

當然人們沒有學習到控制自己利益的追求，或是在透過犯罪手法取得他們的

利益的環境下時，犯罪就應運而生了。藉由增加犯罪的成本來減低或控制追求自

身利益的犯罪。就生物天性而言，人們有時候會給予他人更多關懷，勝過於自身

利益的追求。這種傾向包含關心他人、與他人形成緊密聯繫與合作、遵守或遵從

某種道德規範。社會關懷對於犯罪有直接、間接、中介和調節效果。一般而言，

雖然社會關懷會降低犯罪，但是在某種特定情境下社會關懷對犯罪沒有影響或是

增強。社會環境對於社會關懷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影響社會關懷的層次和本質，

還有表達。 

人類天性是複雜的，人們也是具有社會性的關懷。社會關懷有四個元素：人

們會關心他人的福祉、渴望與他人緊密聯繫、遵守某種道德規範、遵從他人的觀

點或行為（Agnew, 2014）。Agnew（2014）指出社會關懷研究包含利他主義、同

理心和利社會行為（Batson, 2010; Dovidio, Piliavin, Schroeder, & Penner, 2006; 

Penner, Dovidio, Piliavin, & Schroeder, 2005）；道德直覺（Haidt & Kesebir, 2010; 

Lerner & Clayton, 2011）；社會價值導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s）（Balliet, Park, & 

Joireman, 2009; Dovidio et al., 2006; Willer, Flynn, & Simpson, 2013）；行為經濟學

（behavioral economics）（Cory, 2006; Lynne, 2006）；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Buss, 2012; Durrant & Ward, 2012）；靈長類動物行為（primate 

behavior）（de Waal, 2008; Pierce & Bekoff, 2012）；早期童年發展（Warneken & 

Tomasello, 2009）；以及人類普遍性（human universals）（Dovidio et al., 2006）。 

當人們遇到處於悲傷的無辜他人時，會有一種想要幫助他人的傾向，而且是

無利益關係，不求回報的提供幫助（Agnew, 2011）。同理心和同情心就是這種傾

向的核心，包含情緒性的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或感同身受、認知性同理

心（cognitive empathy）或了解他人為何悲傷的處境、同情心或對於他人悲傷的

關懷（Agnew, 2011; Batson, 2010; Batson & Powell, 2003; de Waal, 2008; Dovidio et 

al., 2006; Eisenberg, 2010; Eisenberg, Eggum, & Di Giunta, 2010; Goetz, Keltnerm & 

Simon-Thomas, 2010; Haidt, 2012;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7; Lahey, Waldman, & 

McBurnett, 1999; Marshall, Marshall, & Serran, 2009; McGinley & Varlo, 2007; 

Miller & Eisenberg, 1988; Pinker, 2011）。這種傾向其源於對他人很強的認同和正

向的評估，也就是對他人的信任（Batson, 2010; Cialdini, Brown, Lewis, Luce, & 

Neuberg, 1997; Haidt & Kesebir, 2010; Penner et al., 2005）。 

人們會有尋求與他人緊密的情感連結，即便此一連結並沒有外在的利益關係，

而且人們想要有被他人接受與評價的感覺。當被拒絕時，人們會遭受到負向情緒

的影響（Baumeister & Leary, 1995; Leary, 2010）。人們也會有與他人合作的傾向，

即便自私行為是他們比較大的利益。當人們被要求參加比賽，此一比賽提供了一

個自私行為和合作行為的機會時，人們傾向合作即使自私行為比較符應他們的利

益。人們也會傾向懲罰那些不願合作的人（Agnew,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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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爭論著道德直覺是天生的本質還是後天習得而來的，道德直覺包含

不殺害或身體傷害他人；不用暴力或偷竊他人的財產；以公正態度威脅他人。人

們應該得到他們應得的這種概念是道德直覺的核心（Haidt, 2012; Jost & Kay, 

2010; Lerner & Clayton, 2011; Robinson, Kurzban, & Jones, 2007）。 

許多研究顯示人們會有很強的傾向，以遵從他人的行為和觀點，遵從一般性

的社會規範（Agnew, 2011），再者，人們也會傾向對於違反社會規範的人做出制

裁。人們同時會區辨造成他們傷害的行為，而且對於這種傷害行為加以嚴懲。 

研究顯示人們對於這些傾向的行為很少會事先考慮。這樣的行為涉及情緒有

關的大腦，而非理性考量。事實上，近期有關社會關懷的研究貢獻是，行為經常

是比較習慣性的，比較少是理性或深思熟慮的。然而，社會關懷行為在某種情況

下可能是理性深思熟慮的結果（Agnew, 2011; Haidt & Kesebir, 2010; Wikstrom, 

Oberwittler, Treiber, & Hardie, 2012; Wikstorm & Treiber, 2007），不同社會關懷傾

向下的這些情況是衝突的，例如遵從他人可能與避免傷害他人有衝突時。也可能

是傾向與自我利一發生衝突時，例如雖然個體傾向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但是他們

可能會深思熟慮這樣做的話是否幫助成本過高。 

 

二、 社會關懷中的同理心 

（一） 同理心的定義 

中文中的「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和英文中使用的片語「in someone’s shoes」

即在表達我們應站在對方的立場，用自己的心感受、理解對方的心思與行為邏輯、

含意，而非僅以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張春興（1989）在心理學辭典明確定義同理

心為「設身處地以別人的立場去體會當事人心境（當事人的感覺、需要、痛苦等）

的心理歷程。」並指出同理心包含兩要件，分別為「知人之所知」以及「感人之

所感」。 

有不少學者曾對同理心做出各種概念上的定義，例如個人中心學派大師

Rogers細膩的描繪同理過程，引領我們認識何謂同理。Rogers（1980）認為同理

是指「暫時進入對方的內在世界，不帶任何評斷的去感受對方的感受、經驗，敏

銳覺知對方經驗意義的改變」。綜理Rogers對同理心的認知，同理心是指我們感

受、理解他者主觀知覺中存有的情感經驗，但不會涉入過多自己的主觀知覺情感

經驗，也不會將對方的情感經驗視為為自己的，兩人在情緒感受與經驗意義理解

上雖然靠近，但沒有任何一方失去自己的主體性，才是Rogers所謂同理心的真

諦。 

Davis（1983）則宣稱同理心包含四個元素，觀點取代（perspective-taking）、

同理關懷（empathic concern）、想像融入（fantasy）以及個人憂苦（personal distress）；

觀點取代如同認知的意涵，而同理關切則貼近情感的概念，不同的地方是Davis

另外整合了幻想及個人憂苦這兩個論點，表能設身處地將自身投射到當事人的情

境、想象當事人的處境，並反映出自身緊張、焦慮的程度。 

依據設身處地觀點而言，Eisenberg（2000）將同理心定義為「因理解或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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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情緒狀態、處境，而在情感上有所共鳴」，在此，個體除了要能夠感受與

理解他人的情感經驗外，有時還需能夠設身處地的假想、推測對方可能有的感覺，

才得以引發出與他人類似的情緒感受。Winnicott（2013）的「抱持性環境」，揭

櫫了同理代表「正確的理解個體的需求後，適當的給予個體所需要之回應」之意。 

客體關係理論學者定義同理心時，也特別強調「同理心不僅是正確瞭解對方

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對他人的處境有合適的同理性回應」（Hoffman, 2001, 2008）。

換言之，同理心應是確切明瞭對方的情緒感受並預測對方的期盼、需求，據此表

達出對對方的理解與關懷。 

另外，de Wied、Goudena與Matthys（2005）認為「同理心涉及到情感與認

知的歷程，情感成分指與他人一致之經驗經驗，認知包括瞭解他人的感覺，或者

是更複雜的觀點取替歷程」，宛如把同理心當成一種人際互動歷程；並進一步指

出同理心可分為氣質型同理心，即視為一種穩定性格，以及情境型同理心，也就

是具體情境下所引起的短暫情感反應。 

從多元層面觀點而論，Preston與de Waal（2002）認為同理包含許多共享相

同機制的子集合，包含情緒感染、同理、認知同理、幫助行為；其將幫助行為視

為同理的一個子集，讓同理內涵的探討又多了一個省思空間。再者，Bruce（2008）

則認為以認知及情感這兩大向度來二分同理心，不完全是恰當的，同理瞭解當成

一種情緒或情感的反應，也是有認知作為導向的，因此探討同理心不能完全把認

知與情感這兩項觀點看成相對的概念，兩者都是同理的組成成分，但可以看成是

比較偏認知層面的同理或是情感層面的同理。 

雖然同理心的定義雖多元，但多數學者仍依認知、情感兩主軸進行陳述與探

討，有的偏向認知型同理、有的偏向情感形同理，有的知感結合，有的認為認知

與情感同理會視情況而不同，還有的再加入了回饋、回應的概念。 

 

（二） 同理心的組成成份 

透過前述整理不同學者針對同理心所發展出的定義，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學

者皆有提及情緒層面（Eisenberg, 2000; Eisenberg, Cumberland, Guthrie, Murphy, & 

Shepard, 2005; Hoffman, 2001, 2008; Rogers, 1980），例如Rogers（1980）所描繪的

同理心可清楚看出，在同理的過程中重點之一為從情緒上敏覺對方的情緒經驗，

但不使之與自己的情緒經驗混淆，故在同理心的組成成份之中，「情感成份」應

是一大關鍵。在「認知成份」方面，此成份在Eisenberg（2000）對同理心所做的

定義中可得知；第三是為「反應成份」，在 Hoffman的觀點中皆有此意，指的是

當我們與他人互動時，除了能夠經驗到他人的情緒感受、明瞭對方的期盼或需求，

也應對他人做出某種程度的回應，藉此傳遞對他人的關懷與接納。針對同理心的

組成成份當然也有學者具體的提出其見解，普遍不脫離「情感」、「認知」和「反

應」三大內涵，有學者將此三大內涵進一步細分為四大成份，也有學者僅著墨在

同理心的「情感」和「認知」兩大成份上。然而，縱使同理心的組成成份多元，

其中的每個元素並不全然各自獨立運作，有時各成份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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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感」與「認知」是同理心組成成份中最基本的兩大要件。張春興（1989）

定義同理心時特別強調，個人同理心的形成至少有兩項要件，一為「感人之所感」，

二為「知人之所知」，前者是指個人的情緒層面，後者是指的個人的認知能力；

Eisenberg（2000）認為同理心包含了認知歷程與同理性情緒共鳴，前者內含人我

分化的概念，使個體得以區辨人我間情緒狀態的差異，後者內含同情心及個人憂

苦感受，與驅動個體展現利社會意願或行為有關；Decety（2005）認為情感成份

是指情緒分享能力，認知成份則包括自我覺察、觀點取替能力、自我調節；

Gladstein（1983）爬梳社會、發展心理學及諮商領域對同理心的研究後發現，同

理心可區分為兩個主要層面，分別是：情感同理與認知／角色取替同理，情感同

理表示與他人有同樣的感覺，認知／角色取替同理則涉及情緒感染、情緒辨識與

角色取替。 

國內研究同理心大致上與國外研究同步，例如趙梅如與鍾思嘉（2004）以觀

點取代觀點編製適合臺灣成人和大學生的同理心量表，其中涵蓋了認知性觀點取

替同理心、情感性觀點取替同理心，以及表達性觀點取替同理心。林苡彤與程景

琳（2010）以Davis（1983）所編製的人際反應量表為基礎，並沿用Mayberry與

Espelage（2007）的研究方式，取同理關懷（empathic concern）與觀點取替

（perspective-taking）兩個分量表進行翻譯與修訂，編製同理心量表，將同理心

分為情感性與認知性兩個向度。程景琳與廖小雯（2013）則以人際脈絡為判斷依

據來發展與編製同理心量表，包含同情感受與個人憂惱的情感反應，以及幫助受

害者與攻擊加害者的行為反應。 

 

三、 社會關懷中的利社會行為 

（一） 利社會行為的定義 

利社會行為的定義很多元，利他、助人都常被釋成同義，但若加以嚴格劃分，

其仍有差異。Bar-Tar（1976）認為利社會行為應該是一種不期望未來酬賞，而且

是自願性的助人行為，它包括兩種型式，一種為利他行為，助人即是行為目的，

一為償還行為，即回報過去曾經得自於他人的好處，或是補償自己使他人受損的

行為。Trepanier與Romatowski（1981）認為利社會行為是需要覺察和詮釋某種情

境的能力，進而了解他人的感受及情緒，衡量別人的需要，然後決定一個最合適

的情境行動。Shaffer（1994）定義利社會行為是指任何對他人有益的行為；許舒

雅（2008）認為利社會行為是能關心他人、考慮及瞭解他人，同時兼顧自己需求

之平衡狀態的一種社會能力。就狹義的利社會行為定義，利社會行為是屬於完全

利他、不考慮自己自身利益及外在酬賞，進行有異於他人或團體的自願性行為。

因此，利社會行為包括三種特性：必須是自動自發的行為；必須以利他為目標；

不附帶任何酬賞的期望。就廣義的利社會行為定義，利社會行為則是包含了利己

的部分，不論其行為動機和結果是為單向的利他或雙向的利他與利己，或其結果

是否涉及內、外在的報酬，皆為廣義之利社會行為範疇。因此，關於利社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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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經常是從動機方面來區分，分為完全利他，不考慮自身的利益及外在酬賞，

而廣義的利社會行為，在利他之外也考慮利己的部分，因此就廣義而言，利社會

行為是一種兼具利己與利他的表現。研究者認為利社會行為是指個人在其身處的

環境中，藉由與他人或環境的互動歷程，自我表現出有益於他人或群體的積極正

向行為，亦是一種能兼顧利人或利己的平衡行為。 

 

（二） 利社會行為的表現型態 

不論廣義或狹義的利社會行為，根據其行為的動機與結果展現出不同的行為

表現。Bar-Tal（1976）認為行為的結果若有利於他人，對他人或群體的影響具有

正面意義，稱之為利社會行為。而積極形式的利社會行為包括助人、合作、分享、

捐贈、援助或協助，都是利社會行為的具體表現。Barrette與Yarrow（1977）認

為利社會行為是一種能滿足他人生理或情緒等需求上的行為包含安慰、分享、助

人等行為。Krebs（1970）則將利社會行為分成：幫助、分享、給予、援助、志

願服務等五種類型。Bar-Tal（1976）助人（helping）、合作（cooperation）、分享

（sharing）、捐贈（donating）、援助（aiding）、協助（assisting）等行為，都是利

社會行為的表現。Barrett與Yarrow（1977）利社會行為包括安慰（comforting）、

分享（sharing）、及助人（helping）等行為。Janssens 和 Gerris（1994）指出利

社會行為是某人的利益行動其包括此行為所獲得的代價，例如利社會行為是某人

在痛苦時給予分享、安慰、幫助或在某人需要時給予捐贈。Spodek（1993）則認

為利社會行為包括幫助、同情、救助、分享、鼓勵、保護、 給予、犧牲、使人

放心、安慰、合作、援助。簡嘉盈與程景琳（2010）認為利社會行為實際表現為：

關懷、救助、合作三個主要內涵，其中「關懷」包含慷慨中的分享、安慰中的非

緊急狀況行為、幫助中有關家事部分；「救助」包含慷慨捐獻、救難幫助等行為；

「合作」包含互助合作及同學間的幫助行為。 

根據上述文獻的論點得知利社會行為的內涵有：幫助、給予、分享、安慰、

同情、志願服務、援助、保護、犧牲、保護、援救、使人放心、合作、照顧、贈

與、關照等行為，再經由相近屬性歸納整理，可分為區分為助人、合作、關懷、

志願服務四種類型： 

1. 助人：係指利社會行為中的一種類型。指以實際行動作出有利於他人而不預

期得到回報的行為。它包含協助、救助及援助等行為。 

2. 合作：係指利社會行為中的一種類型。指個人或群體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

互相配合的行動方式。 

3. 關懷：係指利社會行為中的一種類型。指對他人以包含情意方式所表達之語

言及非語言。它涵蓋安慰、鼓勵、照護、效勞、給予、保護及捐贈等行為。 

4. 志願服務：係指利社會行為中的一種類型。指個體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

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

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

項輔助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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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關懷與個人背景特質、環境因素，以及犯罪學理論之關係 

（一） 背景變項與社會關懷的關係 

雖然社會關懷和社會關懷所鼓舞的行為是很普通的，但是有人會比他人具有

更多的關懷（Agnew, 2011; Balliet , Parjs, & Joireman, 2009; Boehm, 2012; Haidt & 

Kesebir, 2010; Knafo & Israel, 2010; Penner & Orom, 2010; Singer, 1981; Willer, et 

al., 2013）。例如，雖然大部分人會在遊戲中與他人分享，提供分享與自身利益行

為的機會，但是有些人會比他人更多分享，而且在嚴苛的自身利益行為上比較少

比例的行為。而且，女性會比男性顯示出更強的社會關懷傾向（Dovidio et al., 2006; 

Jolliffe & Farrington, 2007; Lahey & Waldman, 2005: 34-35; MaGinley & Carlo, 

2007; Walsh & Beaver, 2009; Walsh & Bolen, 2012）。同樣地，社會關懷在年齡上

也會有差異，例如遵從（Dovidio et al., 2006; MaGinley & Carlo, 2007; Walsh & 

Beaver, 2009, 2012）。 

在某些社會情境下，社會關懷的傾向會比其他情況較弱（Bowles & Gintis, 

2011; de Waal, 2008; Dovidio & Gaertner, 2010; Dovidio et al., 2006; Haidt, 2012; 

Haidt & Kesebir, 2010; Piliavin & Charng, 1990; Pinker, 2011; Wilson, Tumminelli, 

& Sesma, 2009; Wilson, 2012）。當個體與團體外的成員互動時，社會關懷會比較

弱；當個體認為某人違反道德直覺或是涉及偏差行為時，社會關懷會比較弱；當

個體要與他人競爭稀有資源時，例如地位或是權力，社會關懷也會比較弱；當個

體情緒不好或是一直處在悲傷下，社會關懷也比較弱。總言之，社會關懷既是一

種狀態變項，也是一種特質變項；社會關懷在不同情況下有所差異，個體間和背

景變項都會有個別差異（Goetz, et al., 2010; Horney, 2006; Piquero & Bouffard, 

2007）。 

再者，社會關懷也會驅動利社會行為，例如合作、幫助需要幫助的他人

（Boehm, 2012; Dovidio et al., 2006; Goetz, et al., 2010）。例如，當人們從自私行

為中可以獲利更多而與他人合作，但是他們更可能會因為成本較低而利益較高而

與他人合作。高社會關懷的人更可能會評估利社會行為成本較低（Penner, et al., 

1995）。雖然人們會匿名幫助他人，但是他們更可能會讓他人知道而幫助他人，

因為團體傾向於獎勵利社會行為（Batson, 2010; Dovidio et al., 2006; Haidt & 

Kesebir, 2010; Komter, 2010; Nowak & Highfield, 2011; Willer, 2009; Willer et al., 

2013）。有關利社會行為的研究並不否定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而是人們會被自身

利益和社會關懷所影響。 

 

（二） 自然的社會關懷的證據 

構成社會關懷的傾向有很大的生物基礎。社會關懷傾向出現在人類宇宙中，

例如遵守社會規範的傾向，他人受苦而感到悲傷，特別是團體內的成員（Agnew, 

2011）。很多傾向出現非常早，在有機會社會學習之前。例如小孩傾向形成對於

照顧者有很強的依附，而且幫助悲傷的人。非哺乳類動物也會呈現出許多社會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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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傾向，可見社會學習的影響更小。社會關懷跟社會學習有點無關。例如對於小

孩們幫助他人的傾向不會因為有無報償或忽視而維持（Warneken & Tomasello, 

2009）。這些傾向有些基因基礎，而且跟大腦結構和功能有關（Agnew, 2011; 

Ebstein et al., 2010; Eisenberg, Eggum, & Di Giunta, 2010; Walsh & Beaver, 

2012）。 

這些社會關懷傾向出現在演化過程。社會關懷允許合作行為的型態，提供最

大生存優勢，例如在食物獲取的合作和防禦上的合作。如果人們傾向逃避、傷害、

欺騙、違背他人，特別是在團體內的成員，則合作是不可能的。這種為了社會關

懷而提供演化優勢的特定機制包含親屬選擇（為小孩和家屬而犧牲）、朋友選擇

（寧願社會關懷個體的朋友）、直接交互（你幫助他之後他幫助你）、間接交互（為

了有幫助和值得信任而建立名聲，所以他們很可能會與你合作和幫助你）、團體

選擇（此團體大多數成員都社會關懷他人而存在）、以及基因─文化共同演化（文

化規範和價值有助於社會關懷報償而懲罰自私行為）。 

 

（三） 環境因素對於社會關懷的影響 

一旦社會關懷出現，環境因素會影響社會關懷的效力和本質，環境因素也會

影響個體是否會有所行為。社會關懷的傾向是被社會經驗、社會人口變項、社群

和影響這些經驗的社會特徵所形塑。社會因素影響了社會關懷的程度。社會因素

的影響是有限的。例如，所有社會都會譴責小偷和殺人，但是對於小偷和殺人犯

的定義會有所不同（Kornhouser, 1978）。環境因素大大影響社會關懷。這種環境

因素的影響被描述在主要的犯罪理論中，包含社會學習、緊張理論、控制理論、

社會支持，和批判理論。 

社會關懷的傾向是透過社會學習理論所形塑，包含差異增強（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楷模（modeling）、信念表徵（the presentation of beliefs）和認同

的培養（the cultivation of identities）（Dovidio et al., 2006; Ellis, 1971; Laible, Eye, & 

Carlo, 2008; Lerner & Clayton, 2011; Penner et al., 2005; Stets and Carter, 2012）。社

會關懷的表現一般而言受到社會團體的獎勵，而且這樣的獎勵典型地加強這樣的

傾向和表現的可能性，但是就算沒有獎勵，社會關懷還是會被表現出來（Dovidio 

et al., 2006; Willer, 2009; Willer et al., 2013）。當個體的楷模表現出此一社會關懷

行為時，社會關懷會被加強，而且此一表現出現的機會大增（Piliavin & Charng, 

1990）。有些文獻描述那些鼓勵社會關懷的信念，和不顯示關懷的藉口（Bandura, 

1990; Dovidio et al., 2006; Haidt and Kesebir, 2010; Hochstetler, Copes, and 

Williams, 2010; Kroneberg, Heintze, and Mehlkop, 2010; Maruna & Copes, 2005）。

有一大部分是有關道德發展的文獻，包含個體習得發展認同，以輔助社會關懷

（Stets & Carter, 2011, 2012）。利用犯罪學的社會學習理論，一個重要的預測是

那些與偏差同儕有所接觸的人不太可能學習和引起社會關懷傾向的行為，特別是

同儕團體外部的那些人。這樣的個體不太可能被強化此一關懷，接觸具有社會關

懷的楷模，教導有利關懷的信念，發展出強調關懷的特性。 



9 

 

也有證據顯示，緊張因素會減少社會關懷，特別是知覺不公平的主要緊張因

素（Agnew, 2007）。被一種負面態度不公平對待的個體不太信任他人，而且僅專

注在他們的悲傷。結果，對他人的關懷被減少（Colvin, 2000; Hochstetler et al., 2010; 

Maier-Katekin, Mears, & Bernard, 2009; Simon & Burt, 2011）。然而，緊張因素是

否會減少社會關懷還不是很清楚。某些資料顯示緊張因素和社會關懷並非是線性

關係，高緊張因素會減少社會關懷，而且調節緊張因素增進社會關懷，特別是對

他人的同情或同理（Piff et al., 2010; Stellar et al., 2012）。具有緊張因素經驗使得

某人更體諒和關心他人的遭遇。然而，此一面需要更多研究來投入與瞭解。 

與他人有負向關係會減少社會關懷，而著重社會鍵和社會支持都會增強社會

關懷。強社會鍵和支持會減少緊張因素，而增加了某人從他人身上學習社會關懷

的可能。強社會鍵和支持會促進團體內的聯繫和他人正向觀感，如此一來他人更

可能被視為值得社會關懷（Colvin, Cullen, & Vander Van, 2002; Dovidio et al., 

2006）。相對地，研究認為對他人的依賴會促進社會關懷。依賴使得某人更傾聽

他人，更想要與他人有親密的聯繫，更容易遵從（Piff et al., 2010; Stellar et al., 2012; 

van Kleef et al., 2008）。 

再者，某人的社會地位會影響社會關懷，像是階級和性別等因素。社會地位

影響某人的社會學習，因而影響社會關懷。例如女性比較社會化成為照顧的角色

（Broidy et al., 2003; Dovidio et al., 2006）。這部分解釋了女性在社會關懷某些方

面是比較高，例如同理和同情。此外，社會地位影響其他社會經驗。例如，較低

階級個體比較有可能經歷中度的緊張因素和依賴促進社會關懷的他人。而且研究

顯示，他們在同情心的社會關懷方面會比較高（Piff et al., 2010; Stellar et al., 2012）。

但是同時，較低階層的個體也可能經歷較嚴重的緊張因素而減低了社會關懷，雖

然這嚴重的緊張因素可能只是影響一小部分的低階層個體，結果大部分低階層個

體的社會關懷會比較高，而相對地小部分低階層個體的社會關懷會比較低。 

最後，較大的社會力（social forces）會影響社會關懷。跨社群和社會中的社

會關懷有很大的差異（Bernard, 1990; Dovidio et al., 2006; Haidt, 2012; Henrich et 

al., 2001; Piff et al., 2010）。例如，雖然大部分人傾向在遊戲中分享，這遊戲提供

分享和自利行為的可能性，但是在某些社會中貝比其他社會中分享的比例還多。

這部份原因是在文化差異，特別是在著重社會關懷的價值與常規（Bowles & 

Gintis, 2011; Dovidio et al., 2006; Penner et al., 2005）。集體主義（collectivist）社

會強調社會和諧和個體利益的附屬，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ic）個則強調個人

利益的無限追求。有證據顯示，在集體主義社會中的人們，例如東亞，在同情心

和社會讚許的需求之社會關懷方面會比較高（Goetz, et al., 2010; Haidt, 2012; 

Oyserman, Coon, & Kemmelmeier, 2002; Twenge & Im, 2007）。然而，有證據顯示，

在某些社會中社會關懷圈（circle of social concern）可能比較小，也就是說，社

會關懷可能被受限於小的內部團體，例如家庭、朋友和鄰居（Delhey, Newton, & 

Welzel, 2011）。 

這些文化差異至少部分根源於社會中的社會和經濟組織。如同批判理論所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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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ies）是鼓勵個體為了自己經濟增進而與他人競爭

（Bonger, 1969; Currie, 1997; Hagan, Hefler, Classen, Boehnke, & Merkens, 1998; 

Henrich et al., 2001; Karstedt & Farrall, 2006; Messner, 2012; Messner & Rosenfeld, 

2007）。在 Currie（1997: 164）曾說：這樣的社會產下了麻木不仁的文化，關心

他人的幸福變得不太可能。這反映了資源稀少而競爭的事實，自立是被獎勵的，

而關心需要付出代價。在市場社會中的家庭和學校薄弱，他們不太可能有效地灌

輸道德信念和其他方面的社會關懷。事實上，市場社會下的學校機構是鼓勵學生

在這競爭的環境下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後，具有較高程度緊張因素的社會在社會

關懷方面會比較低。這樣的緊張包含高度的不平等，發揚自立的專注，增加其他

被視為不同的而且社會關懷的不值得的可能性（Nowak & Highfield, 2011: 

232-233）。 

 

（四） 社會關懷與自我控制之間的關係 

社會關懷和自我控制都是對於自身利益型態的一種限制行為，自身利一類型

是對於短期需求和慾望的追求。但是社會關懷與自我控制還是有些許不同。自我

控制涉及有見識的（enlightened）自身利益，個體習得控制短期需求和慾望的追

求（Gottfredson and Hirshi, 1990; Paternoster & Pogarsky, 2009）。自我控制是長期

需求和慾望的類似理性追求，對於冒險性活動有反感，而且對於他人具有習得的

（learned）關懷。相對地，社會關懷是一套基於生物性的傾向，有時後導致個體

做出與他們利益相衝突或無關的行為，不論是短期或是長期。而且，社會關懷比

本性的理性和深思熟慮更直覺。研究顯示社會關懷與自身利益是共同存在的，是

立即的也是有見識的（enlightened）。也就是說，社會關懷和自身利益會驅動行

為，雖然他們因個別差異而有不同的影響。 

研究顯示社會關懷與自我控制之間有正向相關（DeLisi, 2009; Eisenberg, 

2010; Herve & Yuille, 2007）。社會關懷可能會導致自我控制，因為高社會關懷的

人比較順從於社會化，而且比較容易控制自己對於利益的追求（Simons & Burts, 

2011）。高自我控制也可能會導致社會關懷。Eisenberg（2010）認為，高自我控

的人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情緒調節，避免過度激動以至於導致對於自己的關注。但

是儘管有相關，但是也可能有低社會關懷而高自我控制的人。很多白領階級罪犯

就是屬於這類（DeConvy, 2012; Piff et al., 2010; Simpson & Piquero, 2002; Stellar et 

al., 2012）。同樣地，也會有高社會關懷而低自我控制的人。雖然這種人天生就很

關懷他人，但是他們不是習得而練習控制。他們經常體驗有罪或是自責自己魯莽

的行為。假設這樣的個體存在，他們將是很好的樣本來進行自我控的教學

（Piquero, Jennings, & Farrington, 2010）。 

 

（五） 社會關懷與偏差行為的關係 

個體具有一些自然的社會關懷的事實對於犯罪學有基本的意涵。最著名的是，

社會關懷確認一個理論學家的核心爭論，例如 Merton（1938），Cohen（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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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Cohen 與 Short（1961）：犯罪學家不能視犯罪動機為理所當然，當自我控制

薄弱時，個體將會涉及犯罪。雖然個體是自力的，但是他們的社會關懷提供一些

自然的限制以防範犯罪。因此，犯罪學家必須思考那些因素，促使個體行動的因

素以反對他們的社會關懷。緊張因素、社會學習和其他理論必須提供更多的導引。

再者，犯罪學家必須考量人們有不同程度的社會關懷，進而影響到犯罪的可能性。

最後，犯罪學家必須考量那些影響社會關懷表達和經歷的環境因素，因為都會影

響到犯罪的可能性。 

社會關懷對犯罪具有直接、間接、調節和中介影響。雖然專注於社會關懷，

但是環境因素對社會關懷的影響也要被考慮的。對於研究者而言，區分自然的和

後天環境造成的社會關懷是很困難的。犯罪學家通常沒有辦法分析生物性和環境

性的社會關懷（Wright & Beaver, 2005）。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回顧，建構圖 1 之模型圖。從過去研究可知，緊張因素、

低自我控制和接觸偏差同儕都會正向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而且同理心、利社會

行為和社會支持也會負向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是以，本研究目的是整合相關犯

罪學理論來檢視社會關懷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 

 

 

圖 1  研究模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針對臺南都會地區高中職學生，採用立意取樣五種不同學校類型，

包括公私立高中、公私立高職，以及完全中學各兩所，共計10所學校，並於每一

所學校三個年級中隨機抽出一個班級學生進行施測，故共有30個班級的學生作為

施測對象，共發出1080份問卷，實際回收且有效問卷為1058份，回收率達97.96%。

表1呈現本研究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基本背景資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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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有效樣本背景變項之樣本數與百分比 

背景變項 樣本數 百分比 

男生 550 52.1% 

女生 505 47.9% 

公立高中 304 28.8% 

私立高中 222 21.0% 

公立高職 195 18.5% 

私立高職 214 20.3% 

完全中學 120 11.4% 

一年級 358 33.9% 

二年級 376 35.6% 

三年級 322 30.5% 

總和 1058 100% 

 

三、研究變項 

（一） 青少年偏差行為 

本研究之依變項國中生偏差行為，依據譚子文與董旭英（2010）之「自陳偏

差行為量表」，以「違反團體規範的行為」作為偏差行為之涵義與範疇修訂而成，

主要在測量青少年實際所從事偏差行為的次數。所包含的題項為：「與他人發生

性關係、深夜在外遊蕩、辱罵或頂撞師長、攜帶刀械等武器、飆車、抽煙或嚼檳

榔、逃家、吸毒、打群架、在身體上刻字、放學後流連網咖、賭博、蹺課或逃學、

縱火、徒手或以武器傷害他人、恐嚇、威脅或勒索他人、未經允許而拿走他人的

錢財」等十八個題項。此量表主要在測量受試者在過去一年內，是否曾經從事或

發生上述偏差行為，計分方式採四點量表，反應項目與計分方式為從未（0次）、

很少（1次）、偶爾（2-5次）、經常（6次以上），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4；得

分愈高，表示其愈常從事偏差行為。 

 

（二） 緊張因素 

本研究將「生活緊張因素」界定為「負面生活事件」與「日常生活困擾」兩

個層面，欲了解個體對於面臨生活緊張因素的現況評估。本研究參考董旭英

（2009）、蔡東敏、譚子文與董旭英（2015）與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所編製

的「緊張量表」中「負面生活事件」與「日常生活困擾」兩個分量表作為參考，

並根據研究目的編製而成「生活緊張因素量表」。 

在「負面生活事件」層面的題目，共計 13 題，包括：轉學；好朋友去世；

好朋友分開或失去聯絡；發生嚴重意外事故（如車禍）；失戀；父母分居或離婚；

父親或母親去世；父親或母親與他人同居；父親或母親失去工作；兄弟姊妹中有

人去世；家中發生經濟困難或負債；家中有人罹患重病或長期住院；家中有人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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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酗酒或誤入歧途。此量表主要在測量受試者在過去一年內，是否發生過上述

事件。本量表之作答方式，請受試者就過去一年來的是否發生上述負面生活事件

之實際經驗填答，依量表上陳述之事件評選發生過與否，若未曾發生過，則請受

試者圈選「從未」，不用填答右邊的影響程度；如果曾經發生過，則請受試者於

「發生與否」中圈選適當的選項，並繼續回答主觀之「影響程度」。 

本量表之計分方式，在負面生活事件實際發生部分，回答過去一年「曾發生

過」為 1 分，「未曾發生過」為 0 分。此外，依據受試者之緊張感受，依序為答

「沒有影響」者給 1 分；「很少影響」者給 2 分；「有些影響」者給 3 分；「很大

影響」者給 4 分。「發生與否」與「影響程度」相乘之後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

在發生上述負面生活事件時，緊張感受愈高。 

在「日常生活困擾」層面的題目，共計 20 題，包括：父母親常發生爭吵；

考試太多讓我覺得很煩；我覺得自己的外表沒有吸引力；總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不知如何處理男女間的感情問題；我覺得生活枯燥、煩悶；

我覺得生活沒有目標；功課比不上別人；我覺得零用錢不夠用；我對未來要選擇

升學或就業感到困惑；教科書太多無法唸完；覺得生活中有許多問題，但卻無法

解決；遇到挫折時，我無法找到適當的發洩方法；聽不懂老師在課堂上所教的內

容；我懷疑自己的能力；課業成績不佳；我擔心無法考上心目中理想的學校；我

擔心找不到心目中的理想工作；老師的要求太嚴格；父母的要求太嚴格。本量表

之作答方式，請受試者就過去一年來是否發生上述日常生活困擾之實際程度填答，

依量表上陳述之日常生活困擾評選其發生頻率，若未曾發生過，則請受試者圈選

「從未」，不用填答右邊的影響程度；如果曾經發生過，則請受試者於「發生頻

率」中圈選適當的選項，並繼續回答該日常生活困擾所帶來之「影響程度」。 

本量表主要在測量受試者於過去一年中是否有發生上述日常生活困擾事件，

因此，本量表之計分方式，在「發生頻率」部分之答項為：「從未」、「很少」、「偶

爾」、「經常」等四者，計分方式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此外，依據受試者之

緊張感受，於「影響程度」部分依序為答「沒有影響」者給 1 分；「很少影響」

者給 2 分；「有些影響」者給 3 分；「很大影響」者給 4 分。「發生頻率」與「影

響程度」相乘之後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在發生上述日常生活困擾時，所知覺到

的緊張程度愈高。 

 

（三） 低自我控制 

參考譚子文與董旭英（2011）、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Young、Barnes、

Meldrum與Weerman（2011）、Intravia、Jones與Piquero（2012）等人的研究修訂

而成本研究之「自我控制量表」。包括「我經常被人說成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

「我是個性容易衝動的人」、「我容易因一時氣憤而犯下錯誤」、「我很難專心

完成一件事件」、「有些事情違反了校規，但我仍然忍不住要去做」、「我曾受

不了外界的誘惑，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受到刺激時，我就會立即行動而

不會停下來想一想」等七題。以四點量表量測，計分方式依序由填答1代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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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不符合」、2代表「不符合」、3代表「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受試者

所得數值愈高，表示其低自我控制程度愈高。 

 

（四） 接觸偏差同儕 

本研究之「國中生接觸偏差同儕量表」，係參考蔡東敏、譚子文與董旭英（2015）

以及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所編製之「國中生結交偏差同儕量表」作為本研究

接觸偏差同儕變項之測量工具，主要測量受試者接觸偏差同儕數量，所包含的題

項為「逃學」、「被學校記警告或小過以上處分」、「無故逃家在外過夜」、「閱

讀黃色書刊或觀看色情錄影帶」、「出入不良風化場所」、「飆車」、「吸食安

非他命或其他毒品」、「因為觸犯法律，被送至警察局」等八題。反應選項以五

點量表測量，1代表0人、5代表11人以上，分數越高代表偏差同儕數量越高。 

 

（五） 同理心 

林苡彤與程景琳（2010）以Davis（1983）所編製的人際反應量表為基礎，

並沿用Mayberry與Espelage（2007）的研究方式，取同理關懷（empathic concern）

與觀點取替（perspective-taking）兩個分量表進行翻譯與修訂，編製同理心量表，

將同理心分為情感性與認知性兩個向度。 

 

（六） 利社會行為 

本研究利社會行為量表係採用詹惠雯（2014）「利社會行為量表」，以瞭解

受試者在社會歷程中，表現出增進他人、團體或社會福祉的行為程度，並作為測

量工具。此量表包含助人、合作、關懷和志願服務等四個分層面，量表採用Likert

五點量表計分，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在社會歷程中，表現出增進他人、團體或

社會福祉的行為頻率較高；反之，得分愈低，表示受試者利社會行為表現頻率愈

低。 

 

（七） 社會支持 

依據社會支持相關理論及董旭英（2009）、譚子文與董旭英（2011）的實證

研究，並參酌傅瓊儀、陸偉明與程炳林（2002）所編製之「社會支持量表」內涵，

發展與區分出「家庭支持」、「學校支持」及「同儕支持」等三個分量表。 

1. 家庭支持：包括作決定時，家人會彼此商量；家人喜歡共度休閒時光；當有

家庭活動時，我們家每個人都會參加；家人會接納彼此的朋友；我受到挫折

時，總可以從我的家人那裡得到安慰；當我需要幫忙或忠告時，我可以依賴

我的家人等六題，予以重新編碼，以四點量表測量，依「很符合」、「還算

符合」、「不太符合」、「很不符合」分別給4至1分，得分愈高代表其家庭

支持程度愈高。 

2. 學校支持：包括當我有麻煩和煩惱時，可以從學校得到幫助；我滿意師長對

我表示關心或愛護的方式；學校老師會支持、幫助我化解困擾；我有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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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會建議解決的方法；師長會幫助我舒緩緊張不安的情緒；學校提供我相

關的知識或有用的資訊；當我要做決定時，師長會提供我意見或勸告；如果

我犯錯，師長會告訴我正確的觀念等八題。以四點量表測量，依「很符合」、

「還算符合」、「不太符合」、「很不符合」分別給4至1分，得分愈高代表

其學校支持程度愈高。 

3. 同儕支持：包括我有很好的朋友關係，獲得關心與支持的程度高；當我遇到

困難時，我的朋友能夠讓我依賴；我的朋友會傾聽我在日常生活上的困難；

他（們）關心我；我常會得到他（們）的一些幫忙；我受到挫折時，總可以

從（他）們那裡得到安慰等六題組成，以四點量表測量，各題目之反應項目

及計分方式為「很符合」、「還算符合」、「不太符合」、「很不符合」分

別給4至1分，得分愈高代表其朋友支持程度愈高。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電腦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在描

述統計方面，分析偏差行為、緊張因素、低自我控制、接觸偏差同儕、同理心、

利社會行為、社會支持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和峰度。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

各量表的建構效度，以及採用Cronbach’s作為內部一致信性度，並且以Pearson

積差相關來檢視各變項之間的關聯程度。 

本研究利用偏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 PLS）來進行分析，原因是PLS

的統計特性在多元共線性假設、常態分配假設、樣本數問題，以及顯著性考驗方

面都有所突破（Hair, Hult, Ringle, & Sarstedt, 2016；邱皓政，2011）。首先，在多

元共線性方面，PLS所萃取得出的因素為零相關的正交因素，因此在作為解釋變

數的潛在變數對於依變數的迴歸分析不會受到傳統的多元共線性問題的影響。其

次，常態分配假設方面，PLS是一個無分配（distribution-free）的迴歸分析技術，

相對之下，以共變數為基礎的結構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B-SEM）的求解則是建築在常態機率模式下的最大概似估計法，其受

到多元常態分佈的假設限制，當資料非常態分佈時，會得到偏誤解（biased solution）

（Lohmoller, 1989）。因此，PLS在小樣本時也可以獲得理想的估計數。CB-SEM

則需要大樣本來維繫估計解的不偏性。即使PLS不是建立在常態模式下的估計解，

Marcoulides與Saunders（2006）指出，如果研究數據不是常態的情況下，PLS仍

需要相當規模的樣本才能獲得穩定的估計解（Qureshi & Compeau, 2009）。再者，

在樣本數問題方面，當樣本越大，PLS可以獲得越穩健的結果，在樣本很小或樣

本數小於測量變數數目時，PLS則會得到不理想的估計解。但是PLS的樣本要求

遠遠低於SEM。最後，有關顯著性考驗方面，模式適配與參數的統計意義都需要

仰賴顯著性考驗來檢測，而顯著性考驗的理論基礎為中央極限定理與抽樣理論。

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抽樣標準誤的正確估計是否存在。標準誤除了受到前面

提到的樣本數的影響，另一個可能的問題是抽樣分配的型態與性質。如果抽樣分

配未知或其機率模式不明，標準誤無從計算，自然就無法獲致適當的顯著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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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PLS對於潛在變數的分配由於不存在特定的統計假定，因此抽樣分配也就

未知，為了進行參數估計的顯著性考驗，PLS多倚賴bootstrap估計來獲得抽樣分

配標準誤（Wakeling & Morris, 2005; Chin, 2010）。因此，PLS不受資料常態性與

共線性的嚴重束縛。 

PLS就如同傳統主成份與迴歸分析，在進行預測時具有相當的便捷性與彈性，

在重視實務應用與實際預測控制的實務領域能突顯其效用，但是相對之下就減損

了理論價值與概念的詮釋性，在重視理論建構的行為與社會科學界就容易受到質

疑與挑戰（Marcoulides, Chin, & Saunders, 2009）。就像過去使用迴歸分析，研究

者發現模型的解釋力（ 2R ）達到顯著水準之後，開始就各解釋變數的迴歸係數

來加以解釋，或是建立一道迴歸方程式來進行結果變數的預測，PLS也是看重參

數估計反映的是特定變數間的函數數學關係。PLS在模型檢測上則顯得保守。由

於PLS主要關注焦點是在於預測效能（predictive capability），因此PLS主要仍以

模式解釋力與效果量的方式來評估PLS模型的優劣（Hulland, Ryan, & Raynew, 

2010）。PLS的另一個優點，是基於PLS的主要程序是將兩組測量變數進行線性整

合成簡化的幾個主成份分數來進行一般最小平方迴歸分析，因此即使樣本數很小，

也可以利用PLS來估計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對於測量變數數目多於樣本數這類

爭議，或是樣本中有大量遺漏值，甚至是當測量變數的信度低落時，這些爭議都

可以在PLS巧妙迴避。最後，因為路徑分析是迴歸的延伸，以迴歸為核心概念的

PLS也可以延伸到路徑模型的檢驗，以及中介效果分析（Baron & Kanny, 1986）。

此外，如果模型中有調節變數（moderator），PLS也能夠套用交互作用迴歸（Aiken 

& West, 1991）得到有效率的處理（Henseler & Fassott, 2010; Wilson, 2010），因此

本研究很適合採用此一方法進行研究與探析。 

 

肆、 研究結果 

一、 基本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 2 呈現本研究重要構面及其觀察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與分配型態，偏差行為、

接觸偏差同儕和學校生活壓迫呈現非常態之外，其他觀察變項均符合常態性假設

（Kline, 2005）。雖然偏差行為、接觸偏差同儕和學校生活壓迫違反統計分析的

常態性假設，但是在現實情境是合理且真實的，故本研究採用 PLS 分析方法，

具有不受資料分配限制的優勢，所以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 

 

二、 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 緊張因素 

本研究將緊張因素分別為負面生活事件、負面人際關係和學校生活壓迫三個層面，

欲了解個體對於面臨緊張因素的現況評估。其中負面生活事件和學校生活壓迫皆

為獨立發生事件，故不採用因素分析，僅對於負面人際關係進行因素分析。首先，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911，Bartlett 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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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變項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偏差行為 1051 0.071 0.220 6.980 71.735 

低自我控制 1055 3.034 0.697 0.229 1.275 

接觸偏差同儕 1051 0.594 1.431 3.740 17.211 

負面生活事件 1055 0.110 0.122 1.301 1.752 

師生負面關係 1050 2.720 1.175 0.316 -0.317 

同儕負面關係 1049 2.288 1.161 0.796 0.091 

學校生活壓迫 1052 0.052 0.272 9.743 116.273 

情感同理 1056 3.637 0.812 -0.092 -0.297 

認知同理 1056 3.502 0.810 -0.012 -0.236 

家庭支持 1053 3.266 0.561 -0.781 1.431 

同儕支持 1050 3.161 0.524 -0.483 1.246 

老師支持 1050 2.989 0.618 -0.791 1.453 

利社會行為 1054 3.581 0.682 0.053 -0.202 

社會關懷 1049 4.405 0.931 -0.793 1.450 

 

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 6483.321（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

萃取出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同儕負面關係和師生負面關係。各題因素負荷量介

於.659～.883 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760%。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

α係數為.918。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1018,26(2 n =185.514, p 

< .001，CFI = .975 > .95，TLI = .966 > .95，RMSEA = .078 < .08，SRMR = .022 < .05，

測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647～.907 之間，個別指標信度介於.419～.823 之間。

師生負面關係和同儕負面關係兩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分別為.874 和.922，平均

變異抽取量分別為.639 和.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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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負面人際關係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同儕 

負面關係 

師生 

負面關係 

我沒有什麼可以傾吐心聲的好朋友 .883 -.054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同學或朋友的肯定 .863 .018 

我覺得沒有同學瞭解我、喜歡我 .847 .035 

我覺得同學很難相處 .810 .028 

在班級中，我常被別人嘲笑 .711 .091 

老師不了解我 -.035 .870 

不管再怎麼努力，還是得不到老師的肯定 .099 .820 

老師並不尊重我的意見 .026 .771 

老師交付的作業太繁重 .006 .659 

解釋變異量 57.824 9.936 

累積解釋變異量  67.760 

Cronbach’sα .922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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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負面人際關係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圖 

 

（一） 社會關懷 

McInerney與Ali（2006）依據Urdan與Maehr（1995）的個人投入理論（personal 

investment theory）所發展出的社會目標結構之社會關懷分量表屬於自陳式測驗

（self-report testing），透過個體狀況的自我體察與表述來反映特質的強弱，題目

本身缺乏情境線索，所得到的測驗結果也有去脈絡化的現象。首先，以探索性因

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843，Bartlett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為2896.310（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一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社會

關懷。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290～.926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8.042%。在信度

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為 .824。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1037,2(2 n =2.241, p =.326 > .05，CFI = 1.000 > .95，TLI = 1.000 > .95，RMSEA 

= .011 < .08，SRMR = .004 < .05，測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675～.926之間，個

別指標信度介於.456～.857之間，組成信度為.904，平均變異抽取量為.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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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社會關懷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圖 

 

（二） 同理心 

林苡彤與程景琳（2010）以Davis（1983）所編製的人際反應量表為基礎，

並沿用Mayberry與Espelage（2007）的研究方式，取同理關懷（empathic concern）

與觀點取替（perspective-taking）兩個分量表進行翻譯與修訂，編製同理心量表，

將同理心分為情感性與認知性兩個向度。首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

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933，Bartlett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8876.615（p<.05），

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情感同理和認知同理。各題

因素負荷量介於.707～.937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5.172%。在信度分析方面，

Cronbach’sα係數為.926。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1044,53(2 n

=334.809, p < .001，CFI = .968 > .95，TLI = .960 > .95，RMSEA = .071 < .08，SRMR 

= .027 < .05，測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722～.898之間，個別指標信度介於.521

～.806之間。情感同理和認知同理兩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分別為.928和.906，

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683和.618。 

 

 

 



21 

 

表4  同理心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情感同理 認知同理 

我會為遭遇困難的人感到難過 .937 -.061 

他人的不幸遭遇讓我感到難過 .859 -.003 

對於比我不幸的人，我會生心關懷 .856 .013 

看到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會對他們感到同情 .781 .037 

我會因身邊發生的事情而感動 .748 .055 

當我看到有人被欺負時，我會有想保護他的感覺 .711 .052 

我能從別人的角度看事情 -.012 .844 

在做決定之前，我會先試著站在不同人的立場來思考 .009 .829 

我相信每件事情都有正反兩面，而且我會試著都考慮到 .001 .779 

在批評別人之前，我會試著先想像「如果我是他，我會

有什麼感覺」 
.007 .768 

即使我在生某人的氣，我仍會設身處地替他設想 .035 .738 

當我確信自己在某件事情上的看法是對的，我還是會去

聽別人的看法 
.045 .707 

解釋變異量 52.480 12.692 

累積解釋變異量  65.172 

Cronbach’sα .926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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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同理心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圖 

 

（三） 利社會行為 

本研究利社會行為量表係採用詹惠雯（2014）「利社會行為量表」，以瞭解

受試者在社會歷程中，表現出增進他人、團體或社會福祉的行為程度，並作為測

量工具。首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916，Bartlett球形

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8314.733（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

萃取出三個因素，分別助人合作、志願服務和關懷他人。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379

～.881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6.699%。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

為.908。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1043,84(2 n =185.514, p < .001，

CFI = .936 > .90，TLI = .919 > .90，RMSEA = .078 < .08，SRMR = .056 > .05，測

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620～.876之間，個別指標信度介於.384～.767之間。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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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關懷和志願服務等四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分別為.783、.859、.842和.851，

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547、.606、.574和.593。 

 

表5  利社會行為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助人 

合作 

志願 

服務 

關懷

他人 

做掃地工作時，我會做好份內工作並將工具歸位 .881 .072 -.194 

分組報告時，會依照小組長的分配去完成我的工作 .836 -.055 .033 

我會尊重班上決議的任何事情，並確實遵守 .727 .067 -.015 

大掃除時我會跟家人分工合作整理房子 .684 .090 -.030 

看到別人東西掉了，我會幫忙撿起來 .502 -.059 .279 

跟別人討論功課時，我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說出來 .452 -.151 .414 

當學校或社區招募義工時，我會主動報名參與 .008 .851 -.060 

我樂意參與慈善團體的助人活動 .034 .841 .005 

看到行動遲緩的老人，因車太多而無法過馬路時，我會

上前去攙扶他通過 
-.016 .654 .143 

我會愛護公物，看到地上垃圾也會主動撿起來 .187 .470 .140 

看到別人傷心難過時，我會主動安慰或拍拍他的肩膀 .020 .042 .774 

當發現朋友悶悶不樂時，我會主動上前詢問原因 -.054 .095 .752 

看到同學生氣時，我會試著了解他的感受 .161 .052 .637 

當班上好友沒來上學，我會打電話到他家關心 -.185 .327 .523 

別人因坐公車或打電話，想跟我換零錢時，我會答應他

的請求 
.355 -.045 .379 

解釋變異量 41.983 10.444 4.271 

累積解釋變異量  52.427 56.699 

Cronbach’sα .868 .847 .828 

 



24 

 

 

圖5 利社會行為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型圖 

 

（四） 社會支持 

依據社會支持相關理論及董旭英（2009）、譚子文與董旭英（2011）的實證

研究，並參酌傅瓊儀、陸偉明與程炳林（2002）所編製之「社會支持量表」內涵，

發展與區分出「家庭支持」、「學校支持」及「同儕支持」等三個分量表。首先，

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一量表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951，Bartlett球形

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30436.485（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

萃取出三個因素，分別家庭支持、學校支持和同儕支持。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621

～.870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59.663%。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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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958。其次，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1017,557(2 n =5731.073, p < .001，

CFI = .829 < .90，TLI = .817 < .90，RMSEA = .096 > .08，SRMR = .051 > .05，測

量指標因素負荷量介於.626～.904之間，個別指標信度介於.392～.817之間。家庭

支持、學校支持和同儕支持等三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分別為.946、.935和.948，

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578、.569和.626。 

 

表6  社會支持之探索性因素分析矩陣 

試題內容 家庭支持 學校支持 同儕支持 

家人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860 .040 -.051 

家人會給我建議 .855 .072 -.071 

家人會幫我分析問題 .825 .014 -.043 

家人會想辦法幫我解決糾紛或問題 .812 -.004 .016 

家人會給我鼓勵與安慰 .811 -.021 -.006 

家人會提供我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 .806 .015 -.024 

家人會關懷我的身心狀況 .774 -.002 .035 

家人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助 .709 -.017 .076 

家人會尊重我的決定或想法 .708 .033 -.114 

家人會傾聽我的心事 .698 .021 -.050 

當我需要時，家人會找別人來幫助我 .687 -.001 .114 

當我急須金錢時，家人會支援我 .640 -.079 .112 

家人會提供我生活上必要的物質支持 .621 -.054 .132 

老師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023 .870 .024 

老師會給我鼓勵與安慰 -.036 .846 .037 

老師會給我建議 -.010 .844 .043 

老師會幫我分析問題 -.006 .839 .009 

老師會提供我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 .053 .811 .003 

老師會尊重我的決定或想法 -.026 .792 .027 

老師會關懷我的身心狀況 -.016 .782 .020 

老師會想辦法幫我解決糾紛或問題 .047 .756 .004 

當我需要時，老師會找別人來幫助我 .016 .723 .014 

老師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助 -.009 .707 -.053 

老師會傾聽我的心事 .057 .674 -.032 

同儕會給我建議 .024 -.026 .846 

同儕會給我鼓勵與安慰 .027 -.047 .831 

同儕會幫我分析問題 -.018 -.028 .820 

同儕會告訴我該怎麼做 -.001 .003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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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會想辦法幫我解決糾紛或問題 .035 -.012 .741 

同儕會提供我解決問題的相關資訊 -.006 .059 .732 

朋友同學會傾聽我的心事 -.011 -.014 .732 

同儕會尊重我的決定或想法 .009 .006 .691 

同儕會關懷我的身心狀況 .021 .019 .689 

同儕可以讓我隨時打電話求助 -.045 .076 .662 

當我需要時，同儕會找別人來幫助我 .000 .099 .644 

解釋變異量 40.706 10.833 8.124 

累積解釋變異量  51.539 59.663 

Cronbach’sα .946 .934 .947 

 

二、 社會關懷相關矩陣 

從表 7 得知，社會關懷與同理心、社會支持和利社會行為都呈現正向顯著相

關，其中社會關懷與利社會行為的相關最高，其次是情感同理和同儕支持。情感

同理和認知同理與利社會行為的相關也很高。 

 

表7  社會關懷與同理心、社會支持和利社會行為之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1.社會關懷       

2.情感同理 .444
***

      

3.認知同理 .335
***

 .563
***

     

4.家庭支持 .289
***

 .334
***

 .319
***

    

5.同儕支持 .399
***

 .384
***

 .356
***

 .473
***

   

6.學校支持 .316
***

 .341
***

 .284
***

 .460
***

 .521
***

  

7.利社會行為 .506
***

 .577
***

 .522
***

 .346
***

 .457
***

 .366
***

 

* p < .05; ** p < .01; *** p < .001 

 

三、 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以 PLS 進行結構模型檢定，並根據 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

檢視標準化路徑係數是否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以 bootstrap 反覆抽取

樣本 1000 次，來驗證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與顯著性，並且以 2R 值來判斷模型的

解釋力。 

從表 8 中得知，學校生活壓迫和接觸偏差同儕正向影響偏差行為，即高中生

學校生活壓迫愈嚴重，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高中生接觸偏差同儕愈多，

也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然而，其他緊張因素對於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都

不顯著。其次，同儕負面關係會透過社會關懷，負向影響偏差行為；也就是說，

高中生同儕負面關係愈嚴重，會削弱他們的社會關懷，進而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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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bootstrap 檢定其間接效果發現，間接效果為 0.018（p < .05），顯示具有間接

效果存在，表示社會關懷是同儕負面關係對於偏差行為的完全中介。整體模型的

解釋力為 0.383，整體模型的適配度方面，NFI 為.914 >.90，SRMR 為.041 < .05。

整體模型結果呈現於圖 6，實線表示顯著影響，虛線表示未達統計上顯著水準。 

 

表 8 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檢定 

路徑 標準化係數 標準誤 t 值 

同儕負面關係→社會關懷 -0.209 0.049 4.304*** 

師生負面關係→社會關懷 -0.003 0.048 0.057 

學校生活壓迫→社會關懷 -0.036 0.050 0.724 

負面生活事件→社會關懷 0.035 0.038 0.944 

接觸偏差同儕→社會關懷 -0.069 0.044 1.568 

同儕負面關係→偏差行為 -0.005 0.035 0.130 

師生負面關係→偏差行為 0.035 0.038 0.928 

學校生活壓迫→偏差行為 0.348 0.173 2.012* 

負面生活事件→偏差行為 0.054 0.046 1.174 

接觸偏差同儕→偏差行為 0.427 0.075 5.730*** 

社會關懷→偏差行為 -0.086 0.038 2.269* 

* p < .05; ** p < .01; *** p < .001 

 

 

圖 6  研究結果模型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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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本研究依據 Agnew（2014）的論點，探究社會關懷對於偏差行為的影響。

首先，社會關懷與同理心、社會支持和利社會行為都呈現正向關係，其中社會關

懷與利社會行為的相關最高，其次是情感同理和同儕支持。其次，研究發現學校

生活壓迫和接觸偏差同儕會正向影響偏差行為，即高中生學校生活壓迫愈嚴重，

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高中生接觸偏差同儕愈多，也會直接增強他們的偏

差行為；然而，其他緊張因素對於偏差行為的直接影響都不顯著。再者，同儕負

面關係會透過社會關懷，負向影響偏差行為；也就是說，高中生同儕負面關係愈

嚴重，會削弱他們的社會關懷，進而增強他們的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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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緊張因素與個人低自我控制對臺灣高中生藥物濫用態度之影響：建構一個整

合理論之解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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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從緊張理論的觀點出發，青少年遭受到日常生活困擾、學校緊張關係

或是學校負面事件時，導致認同非法手段，很可能產生藥物濫用的偏差態度。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是以一般化緊張理論、差異機會理論與自我控制理論之整合理

論為基礎，來探究臺灣高中生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由於本研究之解釋變項屬於

非常態分布，而且分析目的在於透過理論基礎來預測和解釋，所以本研究採用偏

最小平方法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臺灣南部三縣市公私立高中職學生。本研究發

現，不同緊張因素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路徑有所不同。日常生活困擾會先透

過低自我控制，間接影響認同非法手段，進而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學校緊張關係

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然而，學校負面事件不僅對於藥

物濫用態度具有直接影響，而且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是

以，本研究提供一個完整的圖像來解釋社會緊張因素與個人低自我控制對於藥物

濫用態度的影響。 

 

關鍵字：低自我控制、社會緊張因素、認同非法手段、藥物濫用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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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長期以來，臺灣在藥物濫用防治工作投入許多，但是在青少年毒品氾濫問題

上卻始終未能有效控制，因此在 2017 年臺灣衛生福利單位推動「新世代反毒策

略」，規劃四年 100 億的經費來進行藥物濫用防治，特別是針對青少年的拒毒預

防策略，以達成零毒品入校園為目標。從臺灣法務單位統計資料得知，臺灣在

2017 年上半年緝獲毒品種類前三名分別是愷他命、安非他命和甲基安非他命，

而歷年藥物濫用個案最常見毒品種類前三名分別是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和愷他

命，也是目前醫療院所通報藥物濫用種類的前三名（衛生福利部，2017）。在學

生藥物濫用方面，截至目前 2017 年 6 月學生藥物濫用統計以第三級毒品最多，

例如愷他命、FM2 和一粒眠等，其次是第二級毒品，包含安非他命、搖頭丸和

大麻等。在不同教育階層方面，依據臺灣教育單位校安通報資料顯示，高中職施

用毒品人數還是最高，其次是國中生，但是相較於過去幾年，大專校院施用毒品

人數有攀升的趨勢，顯示出使用毒品族群不僅有年輕化趨勢，而且蔓延至高等教

育校園。 

國中生和高中職生是正值身心轉變快速的時期，從過去許多研究顯示，青少

年會隨著年齡的增長，使得藥物濫用的機率增加（李景美等人，2008；Bridges et 

al., 2003; Tucker, Ellickson, Orlando, Nartino, & Klein, 2005; Wong & Manning, 

2017），有許多研究指出，濫用藥物者之所以有藥物濫用行為，是因為對於藥物

出現偏差的態度，因此有些研究會透過藥物濫用態度的量測，來預測藥物濫用行

為的發生（Baldwin, Scott, DeSimon, Forrester, & Fankhauser, 2011; DuPont, 

Campbell, Campbell, Shea, & DuPont, 2013; Mallia, Lucidi, Zelli, & Violani, 2013; 

Siegel, Benbenishty, & Astor, 2016），特別是針對無法取得官方真實有藥物濫用

的對象，例如國高中職等青少年。是以，本研究依據教育單位校安通報資料，以

施用毒品人數最多的高中職生為調查對象，因為無法取得官方實質用藥情形，因

此僅能探究其藥物濫用態度的情況，作為預防藥物濫用的機制。 

然而，造成國高中職等青少年藥物濫用的成因，很可能是社會學習理論所云，

受到偏差同儕的影響或是用藥同儕的邀約；也可能是因為傳統社會鍵的保護功能

減弱，而導致抗拒毒品自我效能，或是感受重要他人反對毒品使用態度漸弱等

（Rigg & Ford, 2014; Schroeder & Ford, 2012; Watkins, 2016）；也有可能是Agnew

（2001）一般化緊張理論中的論述，當個體遭遇到負面事情發生或是負面關係而

無力調節時，可能會產生負面情緒反應，例如生氣、沮喪和恐懼等，其中的沮喪

情緒就很可能促動藥物濫用的發生（Gallupe & Baron, 2009; Liu & Kaplan, 2001; 

Stogner & Gibson, 2011）。 

是以，本研究從緊張理論的觀點出發，探討青少年遭受到日常生活困擾、學

校緊張關係、學校負面事件，以及認同非法手段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並且

在緊張因素中納入低自我控制，探討具有此特質的學生是否會導致較偏差的藥物

濫用態度，試圖建構一個整合理論之解釋模型來探究臺灣高中職生藥物濫用態度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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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將回顧青少年藥物濫用態度研究、一般化緊張理論，以及對於藥物濫

用影響之相關研究。 

 

一、青少年藥物濫用態度 

過去許多研究顯示，濫用藥物者之所以有藥物濫用行為，部分原因是對於藥

物出現偏差的認知或態度，因此有些研究會透過藥物濫用態度的量測，來預測藥

物濫用行為的發生（李承傑、郭玲玲、董旭英，2017；Baldwin, Bartek, Scott, 

Davis-Hall, & DeSimone, 2009; Baldwin et al., 2011; Bridges et al., 2003; Bryant, 

Schulenberg, O’Malley, Bachman, & Johnston, 2003; Cunningham, Sobell, Freedman, 

& Sobell, 1994; DuPont et al., 2013; Eiser, Eiser, Claxton-Oldfield, & Pritchard, 1988; 

Lucas, & Gilham, 1995; Mallia et al., 2013; Ross, & Linn, 1973; Siegel et al., 2016），

或是利用藥物濫用態度量表來檢驗藥物濫用防治教育的成效和改變（李景美等人，

2008；Alexander, Waters, Mcqueen, & Basinger, 2006; Campbell, & Chang, 2006; 

Chappel, Veach, & Krug, 1985; Clayton, Weeks, & Viweg, 1995; Epstein, Collins, 

Thomson, Pancella, & Pauley, 2007; Jenkins, Fisher, & Applegate, 1990）。 

在藥物濫用態度量表的發展上，Ross 與 Linn（1973）設計了 21 題六因素的

藥物濫用態度量表，試題內容涵蓋對於藥物使用的正向與負向的態度。Chappel

等人（1985）發展了應用在臨床診斷的五因素物質濫用態度量表，認為此一態度

量表適用於正在臨床治療的病例，以檢驗進行治療前後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轉變，

而後 Jenkins 等人（1990）也採用此一量表針對一般大學生進行施測，評估大學

生參與藥物濫用教育課程後的成效。Chui 與 Chan（2012）以華人為研究文本發

展了適用於華人青少年的藥物使用態度量表，提供社工員輔助毒品使用者有效的

社會服務。 

在藥物濫用態度實徵研究上，Eiser 等人（1988）認為透過藥物濫用態度的

量測，可以瞭解青少年藥物使用的初始信念，以便規劃防治課程與教育措施。

Bridges 等人（2003）研究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學生有關於飲酒和毒品的認知和

態度，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古柯鹼的負面態度遽增，但是對於飲酒卻趨緩，

而且認為學生多一點對於毒品的認知可以提供比較強烈的反毒傾向。Baldwin 等

人（2008, 2011）分別以護理系和藥學系學生為研究對象，都發現對於藥物使用

態度較為投機或冒險，其藥物使用行為頻率愈高。李景美等人（2008）歷經三年

追蹤臺北高職生開始使用物質成癮的危險因子和保護因子對於物質成癮行為的

影響，其中保護因子包含拒絕成癮物質自我效能和反對使用的態度，發現開始使

用物質成癮者在高一時有較多的危險因子與較少的保護因子，以及長期變化危險

因子的增加與保護因子的減少可以顯著預測高職生開始使用成癮物質的行為。

Mallia 等人（2013）研究義大利高中生對於合法和非法表現強化物質（performance 

enhancing substance, PES）的態度，發現男生、較年長和運動員學生對於非法 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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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正向態度，而且比較有可能會使用非法 PES。Siegel 等人（2016）比較接受

扶助（foster care）中學生與一般同儕對於藥物濫用行為與態度的差異，控制背

景變項後，發現接受扶助的青少年比較容易在學校取得物質，而且對於有使用藥

物的同儕的態度表示認同。此外，接受扶助的青少年認為使用藥物所受到的傷害

很低，而且藥物濫用的行為比例很高。李承傑等人（2017）採用美國監督之未來

（Monitoring the Future）資料庫探究中學生對於大麻使用態度與行為的關連性，

發現對於大麻使用的態度愈負向，大麻使用行為愈頻繁。 

 

二、一般化緊張理論 

Agnew（1985）的一般化緊張理論（General Strain Theory）是針對古典緊張

理論（Classic Strain Theory）的不足加以修正，並且以全面性的理論觀點發展出

一套來解釋偏差行為的形成原因。早期古典緊張理論主要是在解釋低社經地位或

弱勢族群，因為無法以合法手段取得期望中的財富，導致緊張和挫折的產生，為

了減緩這樣的緊張和挫折，並且達成目標，因此有些個體就會採用非法的途徑來

取得財富，緩和緊張和挫折。然而，Agnew（1992）認為古典緊張理論過於強調

物質層面，而且焦點都放在低社經地位或弱勢族群，忽略了中產階級的犯罪行為，

還有其他社會因素和個人特質的影響。Agnew（2001）指出，個體產生緊張是因

為期望與抱負之間有所落差，所以無法達成正向價值目標，或是個體在日常生活

中失去正向刺激，或是出現負向刺激，因此個體處於負向影響狀態，導致產生憤

怒、挫折與焦慮等負面情緒。這種負面影響狀態可能是遭遇到日常生活困擾，或

是面對負面關係，或是發生負面事件等（Agnew, 2013, 2015）。當個體遭遇到負

面影響狀態時，若無法使用有效策略或方法來減輕此負面情緒，則很可能採取直

接或間接對負向刺激來源回應，或是採取逃避策略逃離負向刺激。但是，並非所

有人面對負面影響狀態都會採取偏差行為來反擊，很可能會受到個人特質與其他

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所不同（Agnew, 2012）。 

在臺灣已經累積許多一般化緊張理論對於偏差行為和犯罪的影響（吳啟安、

譚子文，2013；張楓明，2011；許金春、鄭凱寶、蔡田木，2010；董旭英 1993，

2009；蔡東敏、譚子文、董旭英；2015；譚子文、范書菁，2010；譚子文、張楓

明；2012；譚子文、董旭英、葉雅馨，2010），但是針對在藥物濫用上的研究卻

很乏善可陳。例如董旭英（1993）驗證一般化緊張理論對於臺灣青少年偏差行為

成因的適用性，發現控制自我控制後，國中生面對愈多的負面生活事件和生活困

擾經驗，他們愈容易發生偏差行為，特別是國中生與老師的緊張關係程度愈高，

偏差行為出現的頻率愈高。董旭英（2009）以差異社會支持與生活壓迫性因素犯

罪理論的觀點，來探討臺灣國中生偏差行為的成因，發現生活壓迫性因素中的人

際壓迫和非人際壓迫愈多，偏差行為的程度愈嚴重。控制自我控制後，人際壓迫

和非人際壓迫依舊正向影響偏差行為。許金春等人（2010）以生命歷程的觀點，

探究負面家庭事件、負面人際關係和生活壓力解釋犯罪的持續與變化，其中負面

人際關係包含家庭、老師和同儕的負面人際關係。其研究發現相較於無犯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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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犯罪紀錄者遭受家庭生活事件和負面人際關係的生活壓力比較大，而且控

制人口變項後，負面家庭事件、負面人際關係和生活壓力都會正向影響犯罪次數。

譚子文與范書菁（2010）採用臺灣教育長期資料庫高中生資料，探討社會控制理

論與社會緊張因素對於外向性和內向性偏差行為的影響，其中社會緊張因素係指

與家人的負面關係、預期教育目標和負面生活事件三項指標。其研究發現控制背

景變項和社會控制理論變項後，與家人的負面關係和負面生活事件愈嚴重，高中

生外向性偏差行為愈多。譚子文等人（2010）使用董氏基金會「大學生主觀壓力

源與憂鬱情與之相關性調查」資料，探究社會緊張因素與大學生內化適應問題的

關聯性，其中社會緊張因素包含日常生活困擾、與家人的負面關係，以及經濟與

目標期望落差。其研究發現控制背景變項後，經濟與目標期望落差和日常生活困

擾正向影響大學生整體內化適應問題，而且日常生活困擾和與家人負面關係對與

學習焦慮程度產生調節作用。張楓明（2011）以動態分析觀點來探討學業層面的

參與、抱負、自我效能與緊張因素對於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的因果關聯性，發現控

制背景變項後，學業緊張關係愈高，初次偏差行為的可能性愈高，而且學業緊張

的時間便易產生調節效果，也就是說學業緊張關係對國中一年級不同時間的學生

初次偏差行為發生具有差異性。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以整合理論的視角來探

討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和低自我控制對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其中緊張

因素係指與他人（父親、母親、老師、同儕）負面關係、負面生活事件和日常生

活困擾等六項指標。其研究發現控制低自我控制後，與母親和老師的負面關係，

以及負面生活事件會正向影響國中生偏差行為。吳啟安與譚子文（2013）依據一

般化緊張理論、一般化犯罪理論和差異接觸理論的觀點，探討負面人際關係、低

自控制與接觸偏差同儕對於國中生偏差行為的影響，發現當國中生無法與老師維

繫良好關係，本身自我控制能力又不佳時，就會有較高的偏差行為。蔡東敏等人

（2015）整合緊張因素、接觸偏差同儕和認同非法手段，並採用結構方程模型來

探究國中生偏差行為，發現緊張因素愈嚴重，愈認同非法手段，但是緊張因素並

不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剪接影響偏差行為。 

從上述國內文獻可知，大多數研究會將緊張因素區分為負面生活事件、日常

生活困擾、與他人負面關係、學業緊張關係等構面，特別是正值狂飆期的青少年，

面臨到負面生活事件，或是與家人、師長或同儕產生負面關係時，都會正向其偏

差行為，而 Agnew 與 White（1992）研究也發現，青少年若經歷過多的負面生活

件，會增加其藥物濫用行為、攻擊行為或其他各種偏差行為發生的風險性。因此，

本研究焦點在於高中職生，故以學校環境為主軸，學校負面事件、日常生活困擾

及學校緊張關係為主要緊張因素來源。其次，上述文獻回顧中，有許多研究都會

納入低自我控制做為控制變項（董旭英 1993，2009；蔡東敏等人，2015；譚子

文、張楓明，2012），如同 Colvin、Cullen 與 Vander Ven（2002）的建議，為了

提供一個較完整的犯罪與偏差行為發生檢視圖像，應納入社會心理特質做為控制。

是以，本研究在緊張因素中納入低自我控制，探討具有此特質的學生是否會導致

較偏差的藥物濫用態度，試圖建構一個整合理論之解釋模型來探究臺灣高中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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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 

 

三、緊張理論對於藥物濫用的影響 

有關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危險因子，國外已經累積不少的研究，例如缺乏社會

鍵的個人特質、家庭溝通和經營上的負面關係、情緒控制問題、重要緊張事件發

生而缺乏社會支持和因應、接觸偏差同儕等（Spooner, 1999），特別是經歷負面

事件或是負面關係的青少年，如果產生沮喪情緒而無法透過合法管道排解，就很

有可能會使用非法藥物來紓解此一狀況（Agnew, 2001）。例如 Liu與Kaplan（2001）

研究美國白人在不同角色所遭遇到的緊張因素與非法藥物使用之間的關係，發現

個體在已婚或父母身分遭遇到緊張關係時比較可能會使用非法藥物的行為。

Gallupe 與 Baron（2009）研究加拿大街頭青少年同儕關係對於藥物使用的影響，

發現街頭青少年與他們另一半的關係不佳時，比較可能會使用大麻或安眠藥等軟

性藥物，而被同儕犯罪性傷害或是肢體傷害的街頭青少年，比較可能會使用海洛

因和古柯鹼等硬性藥物；此外，低自我控制會調節不同類型緊張關係對於硬性藥

物的影響。Stogner 與 Gibson（2011）以緊張理論為研究架構視健康問題為緊張

因素來源，探究健康緊張因素對於藥物濫用初次使用和使用次數的影響，發現間

康相關緊張因素顯著影響初次大麻和古柯鹼使用，但是與使用次數無關；在健康

上有小毛病的青少年比較會有較高程度的健康緊張，很可能會透過合法或非法藥

物濫用來因應這樣的緊張。 

晚近的國外研究開始以整合理論的模式來探討對於藥物濫用的影響，例如

Rebellon 與 Van Gundy（2006）採用美國長期追蹤三波資料，三大以緊張理論、

社會鍵理論和差異接觸理論來解釋使用大麻與其他非法藥物使用之間的關係，發

現個人緊張因素和負面情緒顯著影響大麻使用，與鄰里情誼發生問題和負面情緒

顯著影響其他非法藥物使用。Schroeder 與 Ford（2012）採用社會控制理論、社

會學習理論和緊張理論等三大犯罪理論來比較大麻、非法藥物和處方藥物濫用的

影響，其中的緊張理論僅以負面生活事件為構面，發現控制了社會控制和社會學

習變項之後，負面生活事件依舊影響大麻、非法藥物和處方藥物濫用。Rigg 與

Ford（2014）也以三大犯罪理論來探究青少年安眠藥（benzodiazepines，BZDs）

誤用的影響，發現控制了背景變項、社會心理因素和理論變項之後，緊張因素愈

多，青少年誤用 BZDs 的機率愈高。Watkins（2016）也以三大犯罪理論來探究

美國南方大學生有關處方藥物濫用的動機，將其動機分為工具型、娛樂型和混和

型三類，且緊張因素涵蓋與朋友的負面關係、學業緊張因素和負面情緒，發現緊

張因素在不同處方藥物濫用的動機類型上沒有顯著差異。 

是以，大多數研究均發現緊張因素是藥物濫用行為發生的危險因子，不論是

以單一模型或是整合理論的架構下，符應 Agnew（2001）的驗證。因此，本研

究以社會緊張因素的概念，包含日常生活困擾、在學校與師長和同儕的緊張關係、

學校負面事件，加入個人低自我控制的特質，來探討對於臺灣高中職生藥物濫用

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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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述文獻回顧來建構本研究模型（圖 1 所示），以藥物濫用態度

為依變項；以社會緊張因素為自變項，包含日常生活困擾、學校緊張關係與學校

負面事件，以低自我控制和認同非法手段為中介變項。本研究認為，社會緊張因

素愈嚴重，其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自我控制愈低，其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愈

認同非法手段，其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自我控制愈低，

導致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愈認同非法手段，導致藥物濫

用態度愈偏差；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自我控制愈低，導致愈認同非法手段，進

而影響藥物濫用態度。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蒐集資料，以臺灣南部的臺南、高雄、屏東三縣市公私

立高中職學生為研究範圍，採用立意取樣於每一縣市，挑選一所公私立高中和高

職學校，共計 12 所，並於每所學校三個年級中隨機抽出一個班級學生進行施測，

故共有 36 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施測對象，共發出 1620 份問卷，實際回收且有效問

卷為 1277 份，回收率達 78.83%。表 1 呈現本研究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基本背景

資料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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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對象之基本背景資料分布 

 基本背景 人數 百分比（%） 

地區 

臺南 400 31.3 

高雄 430 33.7 

屏東 447 35.0 

學校類型 

公立高中 364 28.5 

私立高中 298 23.3 

公立高職 318 24.9 

私立高職 297 23.3 

性別 
男性 651 51.0 

女性 626 49.0 

年級 

一年級 498 39.1 

二年級 419 32.9 

三年級 358 28.1 

 總計 1277 100.0 

 

三、變項測量 

（一）藥物濫用態度 

本研究參考張鳳琴（2011）所發展的青少年健康生活調查問卷，以及李景美

等人（2008）的研究，包括我認為只試用一次毒品應該沒關係；我認為使用毒品

可以和朋友更容易相處；我認為使用毒品讓我看起來比較酷等七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測量，數值愈高，表示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此

一量表之建構效度，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為.906，Bartlett 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為 6729.488

（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一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

於.760~.889 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6.092%。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

係數為.926。 

 

（二）社會緊張因素 

依據 Agnew 一般化緊張理論的觀點，並參考董旭英（2003）所發展的社會

緊張量表，以及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的研究，歸納出日常生活困擾、學校緊

張關係，以及學校負面事件三項學校緊張因素，以下分別說明： 

1. 日常生活困擾包括我覺得自己的外表沒有吸引力；大人總是忽略我的意見；

遇到挫折時，我無法找到適當的發洩方法等五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測量，

數值愈高，表示日常生活困擾愈高。在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方面，KMO 為.812，

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1625.474（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一個因

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509~.745 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42.685%。在信

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為.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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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緊張關係是指與學校老師、同學與學業的緊張關係，包含老師總是忽略

我的意見；班上同學很難相處；我的功課比不上別人等六題，採用 Likert 四

點量表測量，數值愈高，表示學校緊張關係愈嚴重。在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

方面，KMO 為.657，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1685.106（p<.05），以主軸因子法

進行因素萃取，並採用 Promax 斜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 來決定具有意義

的因素，共萃取出三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624~.822 之間，三個因素

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4.361%（表 2 所示）。此外，從因素相關矩陣來看，因

素間的相關係數介於.356~.473 之間，顯示此一量表適合採用斜交方式轉軸。

本研究依據量表構念和各因素的試題內涵命名為老師緊張、同學緊張，以及

學業緊張等三個因素。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為.691。 

 

表 2 學校緊張因素之探索性因素分析樣式矩陣（n=1258） 

試題內容 老師緊張 同學緊張 學業緊張 

F1.1 老師不瞭解我 .822 -.056 .033 

F1.2 老師總是忽略我的意見 .764 .072 -.035 

F2.1 同學出遊時，並不喜歡邀請我參與 -.050 .837 .001 

F2.2 班上同學很難相處 .070 .661 -.006 

F3.1 我擔心無法考上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011 -.068 .655 

F3.2 我的功課比不上別人 .015 .083 .624 

解釋變異量（%） 33.866 10.472 10.023 

累積解釋變異量（%） 33.866 44.338 54.361 

同學緊張 .473   

學業緊張 .368 .356  

 

3. 學校負面事件係指在學校時是否發生過下列事情，包含在學校被偷；有人想

賣非法藥物給我；因行為問題被叫到學務處等九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測

量，數值愈高，表示學校負面事件愈嚴重。以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方面，KMO

為.793，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3918.334（p<.05），以主成分法進行因素萃取，

並採用 Promax 斜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 來決定具有意義的因素，共萃取

出兩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438~.862 之間，兩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

為 57.893%（表 3 所示）。從因素相關矩陣來看，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371，

顯示此一量表適合採用斜交方式轉軸。本研究依據量表構念和各因素的試題

內涵命名為他人因素與個人因素。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

為.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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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校負面事件之探索性因素分析樣式矩陣（n=1266） 

試題內容 他人因素 個人因素 

I1.5 有人對進行性騷擾或性侵害 .862 -.085 

I1.4 有人勒索我或強奪我的東西 .845 -.081 

I1.2 有人想賣非法藥物給我 .803 .046 

I1.3 有人恐嚇我 .797 .065 

I1.1 在學校被偷 .438 .184 

I2.4 因為其他行為問題而通知家長 -.040 .805 

I2.3 因為翹課而通知家長 -.022 .789 

I2.1 因行為問題被叫到學務處 .074 .725 

I2.2 因為課業問題被叫到老師辦公室 .015 .626 

解釋變異量（%） 40.634 17.259 

累積解釋變異量（%） 40.634 57.893 

 

（三）低自我控制 

依據 Gottfredson 與 Hirschi（1990）一般化犯罪理論中有關低自我控制的觀

點，並參考 Grasmick、Tittle、Bursik 與 Arnerklev（1993）所發展的低自我控制

量表，以及譚子文與張楓明（2013）的研究，包含我容易一時氣憤而犯下錯誤；

我經常被認為是一個沒有耐性的人；我是個性容易衝動的人等三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數值愈高，表示自我控制愈低。在探索性因素分析考驗方面，KMO

為.812，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1625.474（p<.05），以主軸因子法進行因素萃取出

一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509~.745 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42.685%。

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為.777。 

 

（四）認同非法手段 

依據 Cloward（1959）差異機會理論中有關認同非法手段的觀點，並參考

Menard（1995）採用的認同非法手段量表，以及蔡東敏等人（2015）的研究，

包含為了得到父母的關愛，跟著他們一起做壞事也是可以接受的；有時候要違反

學校規定來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有時候需要欺騙父母，以獲得他們的信賴等八

題，採用 Likert 四點量表，數值愈高，表示愈認同非法手段。在探索性因素分析

考驗方面，KMO 為.904，Bartlett 球形檢定為 6474.198（p<.05），以主軸因子法

進行因素萃取，並採用 Promax 斜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 來決定具有意義的因

素，共萃取出兩個因素，各題因素負荷量介於.650~.913 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

為 67.271%（如表 4 所示）。從因素相關矩陣來看，因素間的相關係數為.659，

顯示此一量表適合採用斜交方式轉軸。本研究依據量表構念和各因素的試題內涵

命名為引起注意與逃避處分。在信度分析方面，Cronbach’sα係數為.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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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認同非法手段之探索性因素分析樣式矩陣（n=1257） 

試題內容 
引起

注意 

逃避

處分 

H2.3 為了得到父母的關愛，跟著他們一起做壞事也是可以接受的 .913 -.037 

H2.2 有時候要違反學校規定來吸引其他同學的注意 .848 -.007 

H2.4 有時候需要做一些違反常規的事來引起父母的注意 .843 .018 

H2.1 為了獲得朋友們的尊重，有時候必須用武力解決事情 .778 .060 

H1.2 有時候需要欺騙父母，以獲得他們的信賴 -.035 .863 

H1.1 為了逃避處分，有時候欺騙老師也是可以接受的 -.077 .796 

H1.3 有時候需要違反父母的規定，以維持朋友間的友誼 .057 .684 

H1.4 為了逃避處分，有時候欺騙父母也是可以接受的 .245 .650 

解釋變異量（%） 56.918 10.353 

累積解釋變異量（%） 56.918 67.271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martPLS 3.2.6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Ringle, Wende, & Becker, 

2015），以偏最小平方法來估計測量模型的信效度與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並以

拔靴法（bootstrap）反覆抽取樣本 5000 次，驗證所有估計參數的顯著性。由於

PLS 主要的功能在於探索與解釋比較複雜的模型，使得預測能力最大化，又可以

克服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具有強韌性處理干擾資料與遺漏值，並且不受資料分配

的限制等優勢（Chin, 1995, 2010; Petter, Straub, & Rai, 2007; Urbach & Ahlemann, 

2010），因此非常適合本研究主題。本研究 PLS 模型分析與詮釋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檢驗測量模型的信效度，第二個部分檢測結構模型路徑係數的顯著

性與預測力（Hair, Hult, Ringle, & Sarstedt, 2016）。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基本描述性統計 

表 5 呈現本研究重要構面及其觀察變項之描述性統計與分配型態，除了學校

負面事件和藥物濫用態度呈現非常態之外，其他觀察變項均符合常態性假設

（Kline, 2005）。雖然學校負面事件和藥物濫用態度違反統計分析的常態性假設，

但是在實務面是合理且真實的，故本研究採用 PLS 分析方法，具有不受資料分

配限制的優勢，所以並不會影響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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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構面 觀察變項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低自我控制 1276 2.418 0.673 -0.042 -0.203 

日常生活困擾 1276 2.269 0.612 0.126 0.076 

學校緊張關係      

 老師緊張關係 1276 2.134 0.638 0.438 0.962 

 同學緊張關係 1276 1.811 0.630 0.628 0.871 

 學業緊張關係 1275 2.582 0.725 -0.222 -0.149 

學校負面事件      

 他人因素 1276 0.051 0.235 10.183 141.993 

 個人因素 1276 0.180 0.479 4.364 23.924 

認同非法手段      

 逃避處分 1276 2.005 0.680 0.368 -0.122 

 引起注意 1276 1.557 0.591 0.951 1.002 

藥物濫用態度 1277 1.139 0.364 3.290 13.587 

 

二、 測量模型之信效度分析 

測量模型檢定包含內部一致性、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依據 Hair、Ringle 與 Sarstedt（2011）的建議，組合信

度（composite reliability）應該在 0.7 以上，以確認測量變項達到內部一致性；因

素負荷量也應該在 0.7 以上，以確認測量變項的信度；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應該要大於 0.5 以上，以確認其收斂效度；最後，以

Fornell-Larcker 法來檢定其區別效度。 

表 6 呈現本研究各構面測量模型之信效度分析，所有構面的因素負荷量大多

高於 0.7 的建議標準值，所有組成信度也都高於 Hair 等人（2011）所提出的可接

受門檻值，而且 AVE 也都高於 Fornell 與 Larcker（1981）所建議的標準值，顯

示出本研究的測量模型具有良好的組合信度和收斂效度。 

在區別效度方面，當各構面的 AVE 平方根皆大於構面間的相關係數，表示

各構面間具有一定的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然而，Henseler、Ringle

與 Sarstedt（2015）認為 PLS 中的區別效度若採用 Fornell 與 Larcker（1981）的

方法會被高估，所以他們建議採用 average heterotrait-heteromethod（HTMT）來

計算各構面間的相關比，若 HTMT 比值小於 0.85，才能表示構面間具有區別效

度。從表 7 可看出，本研究中採用二階潛在變項與自己所屬構面間的 HTMT 比

值大於 0.85 之外，其他構面間皆小於 0.85，而且二階潛在變項與非自己所屬構

面間的比值也都小於 0.85，表示本研究各構面間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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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測量模型之因素負荷量、組合信度與收斂效度 

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因素 

負荷量 

Cronbach’s 

係數 
組成信度 AVE 

日常生活困擾 C1 .598 .777 .849 .532 

 C2 .661    

 C3 .799    

 C4 .786    

 C5 .780    

老師緊張關係 F1.1 .896 .766 .895 .810 

 F1.2 .904    

同學緊張關係 F2.1 .883 .716 .876 .779 

 F2.2 .882    

學業緊張關係 F3.1 .776 .569 .819 .695 

 F3.2 .888    

他人因素 I1.1 .550 .807 .868 .574 

 I1.2 .821    

 I1.3 .833    

 I1.4 .747    

 I1.5 .801    

個人因素 I2.1 .768 .726 .830 .551 

 I2.2 .634    

 I2.3 .776    

 I2.4 .782    

低自我控制 B1 .820 .758 .861 .674 

 B2 .810    

 B3 .833    

逃避處分 H1.1 .811 .858 .904 .701 

 H1.2 .869    

 H1.3 .801    

 H1.4 .866    

引起注意 H2.1 .870 .910 .937 .788 

 H2.2 .887    

 H2.3 .907    

 H2.4 .885    

藥物濫用態度 J1 .839 .928 .942 .700 

 J2 .897    

 J3 .806    

 J4 .823    

 J5 .853    

 J6 .827    

 J7 .807    

學校緊張關係 老師緊張關係 .784 .702 .769 .529 

 同學緊張關係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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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變項 觀察變項 
因素 

負荷量 

Cronbach’s 

係數 
組成信度 AVE 

 學業緊張關係 .604    

學校負面事件 他人因素 .889 .806 .816 .692 

 個人因素 .771    

認同非法手段 逃避處分 .886 .905 .896 .811 

 引起注意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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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所有構面間 Heterotrait-Monotrait 比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日常生活困擾             

2.老師緊張 0.440            

3.同學緊張 0.523 0.498         
  

4.學業緊張 0.586 0.386 0.377          

5.他人因素 0.074 0.043 0.065 0.065 
 

 
 

   
  

6.自我引發 0.087 0.055 0.041 0.126 0.516        

7.低自我控制 0.478 0.137 0.169 0.189 0.043 0.189 
 

   
  

8.逃避處分 0.353 0.365 0.350 0.277 0.108 0.136 0.273      

9.引起注意 0.275 0.294 0.521 0.172 0.100 0.103 0.234 0.699     

10.藥物濫用態度 0.116 0.101 0.199 0.066 0.332 0.247 0.058 0.224 0.317    

11.學校緊張因素 0.695 1.033 1.051 1.063 0.077 0.096 0.222 0.454 0.458 0.170 
  

12.學校負面事件 0.093 0.056 0.064 0.106 1.085 1.033 0.123 0.140 0.118 0.345 0.100 
 

13.認同非法手段 0.343 0.360 0.483 0.244 0.114 0.130 0.278 1.014 0.998 0.299 0.501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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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構模型之路徑分析 

本研究以 PLS 進行結構模型檢定，並根據 Fornell 與 Larcker（1981）建議，

檢視標準化路徑係數是否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以 bootstrap 反覆抽取

樣本 5000 次，來驗證結構模型的路徑係數與顯著性，並且以 2R 值來判斷模型的

解釋力。 

從表 8 中得知，日常生活困擾顯著正向影響低自我控制，但是對於認同非法

手段和藥物濫用態度並沒有顯著影響，即日常生活困擾愈高，其自我控制愈低。

學校緊張關係顯著正向影響認同非法手段，但是對於低自我控制和藥物濫用態度

並沒有顯著影響，即學校緊張愈嚴重，愈認同非法手段。學校負面事件不僅顯著

正向影響認同非法手段，而且對於藥物濫用態度也具有正向影響，但是對於低自

我控制並沒有顯著影響，即學校負面事件愈多，愈認同非法手段；學校負面事件

愈多，對於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控制社會緊張因素之後，低自我控制顯著正向

影響認同非法手段，但是對於藥物濫用態度並沒有顯著影響，即自我控制愈低，

愈認同非法手段。此外，控制社會緊張因素和低自我控制之後，認同非法手段對

於藥物濫用態度具有正向影響。 

 

表 8 結構模型之路徑係數檢定 

路徑 係數 標準誤 t 值 
區間估計 

2.5% 97.5% 

日常生活困擾→低自我控制 0.378 0.033 11.459* 0.313 0.443 

學校緊張關係→低自我控制 -0.031 0.037 0.855 -0.103 0.041 

學校負面事件→低自我控制 0.050 0.032 1.544 -0.011 0.115 

日常生活困擾→認同非法手段 0.058 0.040 1.447 -0.019 0.136 

學校緊張關係→認同非法手段 0.359 0.042 8.639* 0.276 0.438 

學校負面事件→認同非法手段 0.093 0.031 3.000* 0.043 0.162 

低自我控制→認同非法手段 0.143 0.031 4.638* 0.084 0.203 

日常生活困擾→藥物濫用態度 0.023 0.030 0.750 -0.037 0.082 

學校緊張關係→藥物濫用態度 0.017 0.038 0.446 -0.054 0.096 

學校負面事件→藥物濫用態度 0.274 0.082 3.352* 0.114 0.430 

低自我控制→藥物濫用態度 -0.037 0.028 1.304 -0.090 0.020 

認同非法手段→藥物濫用態度 0.240 0.032 7.449* 0.177 0.305 

*p<.05 

 

圖 2 呈現本研究整體結構模型的路徑結果，低自我控制、認同非法手段與藥

物濫用態度的 2R 分別為 0.136、0.210 與 0.151，依據 Chin（1998）對於 PLS 結

構模型的效度評估，認為 19.02R 表示解釋力較弱， 67.033.0 2R 表示具有中

度解釋力，所以對於低自我控制的解釋力最弱，其次是藥物濫用態度，對於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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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手段顯示具有中度解釋力。在外生變項對內生變項的效果量方面，日常生活

困擾對於低自我控制的效果量最大（ 122.2 f ），其次是學校緊張關係對於認

同非法手段（ 120.2 f ），依據 Cohen（1988）的經驗法則，皆屬於偏弱的效

果量（ 15.2 f ）。在內生變項預測相關性方面，本研究採用 blindfolding 法計算

內生變項的預測相關性（Stone-Geisser’s 2Q ），其中低自我控制的 2Q 為 0.084

最弱，其次是藥物濫用態度的 2Q 為 0.097，預測力最強的是認同非法手段，其 2Q
為 0.118。 

 

 
圖 2 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從上述結構模型的路徑分析結果可發現有間接效果的存在，例如日常生活困

擾可能是透過低自我控制，影響認同非法手段，進而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學校緊

張關係可能是透過認同非法手段，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學校負面事件可能是透過

認同非法手段，影響藥物濫用態度。本研究採用 bootstrap 法進行間接效果檢定，

驗證間接影響是否達到顯著，以判斷中介效果的存在。首先，低自我控制對於藥

物濫用態度的間接效果有達到顯著，表示低自我控制是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

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其次，學校緊張關係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總間接效果有達到

顯著，可是學校緊張關係對於認同非法手段的間接效果並不顯著，表示學校緊張

關係是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再者，學校負面事件對於藥

物濫用態度的總間接效果有達到顯著，可是學校負面事件對於認同非法手段的間

接效果並不顯著，表示學校負面事件是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

度。最後，日常生活困擾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總間接效果雖然並不顯著，但是日

常生活困擾對於認同非法手段的間接效果有達到顯著，意味著日常生活困擾是透

過低自我控制，間接影響認同非法手段，然後再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即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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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是透過兩層中介效果。 

整體分析結果，可發現不同社會緊張因素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路徑有所不同。

日常生活困擾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是先透過低自我控制，間接影響認同非法

手段，其總效果為 0.036。學校緊張關係是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

用態度，其總效果為 0.103。學校負面事件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不僅有直接

效果，而且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其總效果為 0.296。從

總效果中可得知，學校負面事件對於藥物濫用的總影響最大，其次是學校緊張關

係。 

 

表 9 總間接效果檢定摘要表 

總間接效果 係數 標準誤 t 值 
區間估計 

2.5% 97.5% 

日常生活困擾→認同非法手段 0.054 0.013 4.205* 0.030 0.081 

學校緊張關係→認同非法手段 -0.005 0.006 0.801 -0.017 0.005 

學校負面事件→認同非法手段 0.007 0.005 1.475 -0.002 0.018 

低自我控制→藥物濫用態度 0.034 0.009 3.875* 0.019 0.053 

日常生活困擾→藥物濫用態度 0.013 0.015 0.857 -0.014 0.044 

學校緊張關係→藥物濫用態度 0.086 0.014 6.020* 0.059 0.115 

學校負面事件→藥物濫用態度 0.022 0.009 2.540* 0.009 0.043 

*p<.05 

 

四、討論 

綜合上述分析，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確實會影響藥物濫用的偏差態度，但是

不同緊張因素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路徑有所不同。不同緊張因素構面中，學校負

面事件不僅對於藥物濫用態度具有直接影響，而且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

藥物濫用態度，符應 Schroeder 與 Ford（2012）、Rigg 與 Ford（2014）和 Watkins

（2016）研究結果一致，在學校時不論是因為自己的行為問題所發生的負面事件，

還是因為被偷、恐嚇或勒索等事件發生，產生負面情緒的促發，導致如 Agnew

（2006）所云，想要藉由藥物使用來減緩，甚至透過認同非法手段，強化了藥物

使用態度。是以，本研究支持了「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其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

和「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愈認同非法手段，導致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兩個假

設。不過，文獻回顧之研究都是以具體藥物使用行為為解釋變項，而本研究是以

藥物濫用態度為依變項，因此解釋力有其侷限性。 

其次，學校緊張關係對於藥物濫用態度並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透過認同非法

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與 Liu與 Kaplan（2001）和Gallupe與Baron（2009）

研究結果比較不一樣，可能原因是本研究所測量的是內隱態度，而非具體實際的

行為，很可能與師長和同儕負面關係後，引發負面情緒，反映出認同非法手段的

態度，導致呈現出較偏差的藥物濫用態度，故本研究支持了「社會緊張因素愈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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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愈認同非法手段，導致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的假設。 

最後，日常生活困擾雖然在國外文獻中探討不多，但是在臺灣實徵研究中會

探究其影響，與董旭英（2003）、譚子文與張楓明（2012），以及蔡東敏等人（2015）

研究結果一致，日常生活困擾對於偏差行為的影響會透過低自我控制和認同非法

手段，因此本研究支持了「社會緊張因素愈嚴重，自我控制愈低，導致愈認同非

法手段，進而影響藥物濫用態度」的假設。然而，本研究唯一沒有支持「自我控

制愈低，其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的假設，可能本研究已控制社會緊張因素，導

致低自我控制對於藥物濫用態度沒有顯著影響，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不同社會緊張因素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影響路徑有所不同，日常

生活困擾對於藥物濫用和認同非法手段並沒有直接影響，而是透過低自我控制，

間接影響認同非法手段，進而影響藥物濫用態度，顯示本研究找到日常生活影響

藥物濫用態度的重要中介。其次，學校緊張關係對於藥物濫用和低自我控制並沒

有直接影響，而是學生在學校與師長和同學，以及對於自身學業的關係愈緊張，

愈認同非法手段，導致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再者，學生遭遇到學校負面事件愈

多，不僅藥物濫用態度愈偏差，而且會透過認同非法手段間接影響藥物濫用態度。

是以，本研究提供一個完整的圖像來解釋社會緊張因素與個人低自我控制對於藥

物濫用態度的影響。 

 

二、建議 

由於本研究沒有辦法取得官方真實有藥物濫用行為的高中職學生，所以僅能

探究其藥物濫用態度的偏差，作為預防藥物濫用的機制，而且過去國內外研究大

多以具體藥物使用行為為解釋變項，因此模型解釋力比較高，而本研究的限制是

以藥物濫用態度為依變項，導致解釋力有其侷限性。不過，從本研究以社會緊張

因素對於藥物濫用態度的模型，可知道學生在不同的緊張因素來源，會有不同的

影響機制，所以在學校單位的校安機制或是輔導系統，應該要完整了解學生的緊

張因素來源，避免其藥物濫用態度的偏差，而導致後續藥物濫用行為的發生。總

結來說，社會緊張因素在青少年藥物濫用態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進入青

少年中期的高中職生，逐漸脫離家庭的控制，學校成為另一階段的重要環境因素，

不論是課業、與師長和同學的關係成為生活重要的部分，因此建議學校不僅要多

方關懷青少年的生活事件，也要加情青少年藥物認知教育，協助了解使用藥物的

木面結果，減低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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